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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出青銅器再論“恭王長年説”
——兼論西周中期後段青銅器的變化

韓 巍 北京大學

提  要：

本文以近年新出西周青銅器爲切入點，將 簋、裘衛簋、虎簋蓋、作册吴盉等

西周中期的高紀年銅器定爲恭王時器，進一步論證了恭王紀年應在 30 年以上的觀

點。在此基礎上，採用“繫聯法”找出恭王時期的代表性銅器群，並將其劃分爲 10

組。同時將恭懿時期高等級墓葬出土的青銅器資料，與穆王時期典型墓葬的青銅器

資料進行對比，總結出恭王時期青銅器在器類、組合、器形、紋飾等各方面出現的

新變化，指出恭王銅器具有“承前啓後”的特點，開啓了西周青銅器從前期向後期

演變的大門。最後討論了過去學者提出的西周中晚期存在一次“禮制改革”的觀點，

指出西周青銅器這一巨大轉變實際上經歷了西周中期後段至少五六十年的時間，而

並非過去認爲的是一種短時間内完成的“自上而下的革命”。

關鍵詞：西周、青銅器、斷代研究、年代學、恭王、禮制改革

西周中期的偏晚階段（大致相當於恭王至夷王時期）是周王朝在政治、社会、

文化等各方面均發生巨大變化的轉折時期。青銅器同樣也不例外，無論在器類、組

合、形制、紋飾還是銘文内容、字形、書體等各方面，都明顯脱離西周前期（穆王

以前）的“範式”，開始向西周晚期過渡。1這一時期的青銅器變化劇烈，頭緒紛繁，

*  作者爲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2011 計劃“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

新中心成員。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周金文所见世族通考”（11CZS008）和北

京市教委“青年英才計劃”項目“新出西周青銅器銘文綜合研究”（YETP0020）的資助。

1  本文對西周青銅器發展階段的劃分，大致以武、成、康三王爲西周早期，昭王至夷王爲西周中期，

厲（含“共和”紀年）、宣、幽三王爲西周晚期（由於缺乏明確的斷代“標準器”，西周中期和晚

期的分界究竟應該劃在孝、夷之間還是夷、厲之間，目前還不是太肯定）。西周中期又以穆恭之際

爲界劃分爲前後兩段，昭、穆二王爲前段，恭、懿、孝、夷四王爲後段。還可以穆恭之際爲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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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因素還有少量遺留，晚期的風格已經開始萌芽，這給依據考古類型學的斷代

研究帶來不少困擾。儘管這一時期具有紀年銘文的銅器並不算少，但真正爲學界公

認的斷代“標準器”卻没有幾件，“王號生稱説”與“諡號説”的争論又加劇了這

一困難。另外，雖然近年西周考古不斷有重大發現，但屬於西周中期後段的未經盜

掘的大型墓葬仍然不多。同時，大量流散青銅器由於失去了出土環境，脱離了原始

組合，其研究價值也大打折扣，由此還造成許多争議。因此，西周中期後段的銅器

斷代研究目前仍存在很多模糊不清的環節。

恭王時期是這一轉折期的開端，而關於恭王在位年數，歷來説法不一，現代學

者多數認爲不超過 20 年。“夏商周斷代工程”公佈的西周金文曆譜將恭王年數定爲

23 年。22006 年，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廿四年 簋發表，同時及稍後刊載的多篇

研究論文都將此器定於穆王時。3學者們之所以做出這個判斷，除 簋器身所飾大鳥

紋盛行於穆王時期外，“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階段性結論恐怕也影響很大—— 簋

紀年爲二十四年，超出了“工程”所定恭王二十三年的紀年，且其曆日恰好能排入

“工程”所定穆王曆譜。此後我撰文提出 簋應爲恭王時器，而且與之相關的廿七

年裘衛簋、卅年虎簋蓋等西周中期的高紀年銅器也都在恭王時，因此恭王紀年應在

30 年以上，這就是本文所説的“恭王長年説”。我提出這一假説主要基於以下理由：

典型的册命銘文（包含時間、地點、册命禮儀、右者、史官、册命内容、頌揚用語、

作器銘辭等要素）出現於穆恭之際，在恭王時期逐漸走向成熟，最終在恭懿之際基

本定型；穆恭之際的册命銘文還處於早期階段，其形態較爲多變，各種要素經常不

够完備； 簋、裘衛簋、虎簋蓋等器，就其册命銘文的成熟程度而言，不太可能出

現於穆王時期，而只能是恭王時期。4

近年來又有不少西周中期的高紀年銅器陸續問世，如卅年作册吴盉、廿八年

簋等，爲驗證“恭王長年説”提供了新的契機。在新材料的推動下，已有少數學者

整個西周分爲前後兩大期，周初至穆王爲西周前期，恭王以後爲西周後期。

2  《夏商周斷代工程 1996—2000 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 年），

頁 36。

3  王冠英：《 簋考釋》，李學勤：《論 簋的年代》，夏含夷：《從 簋看周穆王在位年數及年代問題》，

張永山：《 簋作器者的年代》，《中國歷史文物》，2006 年第 3 期，頁 4—13；葉正渤：《亦談

簋銘文的曆日和所屬年代》，張聞玉：《 簋及穆王年代》，《中國歷史文物》，2007 年第 4 期，頁

36—43。

4  韓巍：《 簋年代及相關問題》，收入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

心編：《古代文明》第 6 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頁 155—170。後又收入朱鳳瀚主編：

《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5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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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傾向於認爲恭王紀年不止 23 年，甚至可能高於 30 年。5但更多學者仍然堅持將

簋等高紀年銅器定於穆王時。因此我感到有必要結合近年新出青銅器，對“恭王

長年説”再做進一步論證。吴鎮烽編著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是目前

收録西周青銅器銘文及圖像最爲完備的一部資料集成，尤其是收録了很多現藏於私

人手中的流散青銅器，其中不乏相當重要的資料。6本文即以此書收録的新出青銅器

資料爲切入點。7

一、新出恭王時期重要青銅器的清理

1．作册吴盉（《銘圖》14797）

隹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王在 ，執駒於 南林。衣（卒）執駒，王呼

雟 召作册吴，立 門。王曰：賜駒。吴拜稽首，受駒以出。吴敢對揚

天子丕顯休，用作叔姬般（盤）盉。�

作册吴盉（圖 1a）原爲私人收藏，最近歸於中國國家博物館，資料最早公佈於

朱鳳瀚主編的《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一書。夏含夷、張懋鎔均將其定爲穆王器，

王佔奎先定爲穆王器、後改定恭王，朱鳳瀚先定爲宣王器、後改定恭王，陳小三則

定於厲王時。92013 年我曾發表《簡論作册吴盉及相關銅器的年代》一文，詳細論證

5  如吴鎮烽、朱豔玲將廿八年 簋定爲恭王器，並認爲恭王紀年至少有 28 年，見《 簋考》，《考古

與文物》，2012 年第 3 期，頁 107—109；王佔奎在《2003 年以來所見西周曆日擬年》一文中將

恭王年數擬定爲 32 年，並將 簋、裘衛簋、虎簋蓋、吴盉等高紀年銅器都定爲恭王器，見李宗

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三輯）》（臺北：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 年），頁 185—213；朱鳳

瀚也將 簋、吴盉以及 簋、裘衛簋、虎簋蓋等器都改定於恭王時，並重新排定了西周中期曆譜，

見《關於西周金文曆日的新資料》，《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 年第 6 期，頁 11—24。

6  吴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下文凡引此書資

料均直接在器名後用圓括號標注，形式爲“《銘圖》＋器號”。

7  另外一些過去刊佈的金文資料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

書局，1984—1994 年），標注形式爲“《集成》+ 器號”。凡《集成》和《銘圖》皆著録的銘文，

需參考其器形、紋飾者，均同時注明《集成》和《銘圖》器號；僅涉及銘文者，只注明《集成》

器號。《 簋年代及相關問題》一文已經討論過的新出銅器，本文不再專門涉及。

8  本文引用銅器銘文採取寬式釋文，對一些已有定論的常見字詞直接寫出通用字，不加括注。

9  夏含夷：《從作册吴盉再看周穆王在位年數及年代問題》，收入朱鳳瀚主編：《新出金文與西周歷

史》，頁 52—55；張懋鎔：《新見金文與穆王銅器斷代》，《文博》，2013 年第 2 期，頁 19—26；

王佔奎在 2011 年 3 月臺灣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的第三届“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

提交《2003 年以來所見西周曆日擬年》一文，仍將 簋、裘衛簋、虎簋蓋、吴盉等器定於穆王

時，但翌年正式出版的會議論文集所收該文的觀點和内容都有很大改變，將上述銅器改定爲恭王

器，並將恭王年數延長到 32 年，參見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三輯）》，頁 18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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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盉銘文紀年應爲恭王三十年。10 此處僅簡要列舉理由如下（具體論證可參見該文）：

（1）吴盉的紋飾爲獸面紋演變而來的竊曲紋，類似紋飾多見於西周中期後段至

西周晚期，穆王時期罕見。吴盉銘文的字形和書體亦接近恭懿時期，與穆王時期差

距較大。

（2）吴盉銘文的“四要素”爲“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是虎簋蓋（《銘圖》

05399—05400，圖 10）銘文“卅年四月初吉甲戌”之後第八天，二器無疑屬於同一

王世。而根據我以往的論證，虎簋蓋銘文紀年應爲恭王三十年。朱鳳瀚也指出，吴

盉的曆日與學界公認的穆王標準器三十四年鮮簋（《集成》10166）不能相容於同一

王世。11

（3）吴盉銘文所記爲周王行“執駒”禮並賜吴以“駒”，“執駒”及“賜駒”之

禮又見於盠駒尊（《集成》06011）和 鼎（《集成》02742），皆爲西周中期後段之器。12

故吴盉年代不太可能到西周晚期，也不太可能早到穆王。

（4）吴盉銘文中擔任呼召者的“雟 ”，“雟”爲職官名。另有見於達盨蓋（《銘

圖》05661—05663）的“雟趩”，學者指出就是趩尊（《集成》06516）的器主“趩”。

趩尊目前學者多定爲懿王二年器，達盨蓋的年代亦應相去不遠。這可作爲吴盉斷代

的旁證。

（5）吴盉器主所作的另一件銅器吴方彝（《集成》09898，《銘圖》13545，圖

2a），目前多數學者定爲懿王二年器。作册吴亦稱“内史吴”，又出現於元年師虎

簋（《集成》04316，《銘圖》05371，圖 2b）、師 簋蓋（《集成》04283，《銘圖》

05338，圖 2c）和牧簋（《集成》04343）三器銘文中。師虎簋與卅年虎簋蓋是同一

人所作，學者多定爲懿王元年器，師 簋蓋亦屬恭懿時期；牧簋年代較晚，但亦應

不出孝夷之世。作册吴作爲一名史官，從恭王後期一直活動到孝夷時期是有可能

的。但若將吴盉定爲穆王器，則作册吴一生横跨穆、恭、懿、孝、夷五王，可能性

朱鳳瀚在《簡論與西周年代學有關的幾件銅器》（參見朱鳳瀚主編：《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頁

33—51）一文中將吴盉定爲宣王器，後來在《關於西周金文曆日的新資料》（《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4 年第 6 期，頁 11—24）一文中改定爲恭王器；陳小三：《試論“倗叔壺”和作册吴盉》，《中

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5 年第 3 期，頁 60—68。

10 韓巍：《簡論作册吴盉及相關銅器的年代》，《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 年第 7 期，頁 71—80。

11 朱鳳瀚：《簡論與西周年代學有關的幾件銅器》，參見朱鳳瀚主編：《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頁 51。

12 盠駒尊以及同出的盠方尊（《集成》06013）、方彝（《集成》09899—09900）被很多學者定爲昭

穆時器，我則主張其年代應在穆恭之際，參見韓巍：《眉縣盠器群的族姓、年代及相關問題》，《考

古與文物》，2007 年第 4 期，頁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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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不大。

（6）近年所見還有一件作册吴盤（《銘圖》14525，圖 1b），與吴盉應該是同人

同時所作的一套水器，其形制與恭懿時期的牆盤（《集成》10175、《銘圖》14541）

和走馬休盤（《集成》10170、《銘圖》14534）相似，這也從側面印證了吴盉的年代。

綜合以上理由，我認爲吴盉銘文紀年應該是恭王三十年，它的發現爲“恭王長

年説”增添了一個有力的新證據。

2． 簋（《銘圖》05295）

唯廿又八年正月既生霸丁卯，王在宗周，格大室，即位。毛伯入右 ，

立中廷，北向。王命作册憲尹賜 鑾 ，用疋（胥）師 司田（甸）人。

拜首稽首，對揚天子休，用作朕文孝（考）欨父寶 ，孫子萬年寶用。

簋（圖 3）最早由吴鎮烽、朱豔玲在《 簋考》（以下簡稱“吴文”）一文中

予以披露。13 該器爲附耳盂形簋，侈口深腹，圈足外撇，頸部有一對上端略高出口沿

的附耳，頸部飾横 S 形顧首龍紋。吴文指出，盂形簋數量並不太多，以往所見有命

簋、不壽簋、伯 簋等器，這些簋的年代多被定於西周中期偏早，即穆恭時期，個

别可能晚到懿孝時期；而且 簋的“四要素”與穆王曆譜不合，而其字形和書體與

穆王時期差距較大，具有很多較晚的特徵，因此將其定爲恭王器。與同類盂形簋相

比， 簋的器腹較深，腹壁較直，無明顯内收，圈足相對較矮，整體上與盂更爲接

近。1981 年陝西長安縣花園村 M15 出土的兩件附耳盂形簋（編號 M15: 15、16），

形態 與簋非常相似，但其雙耳尚低於口沿，通體素面，僅頸部飾有兩周弦紋。14 目

前所見西周中期後段至西周晚期的銅盂，如尚盂（《銘圖》06229，圖 4a）、 盂（《集

成》10321、《銘圖》06228）、天盂（《銘圖》06218，圖 4b）等，雙耳上端均明顯

高於口沿，可見這類器物有雙耳逐漸上移的演變趨勢，故 簋在類型學上應晚於花

園村 M15 出土的兩簋。花園村 M15、M17 兩墓的下葬年代，學者大多認爲在穆王

時期；從器形上看， 簋晚到恭王的可能性較大。

從銘文形式上看， 簋已經屬於成熟的册命銘文，各種要素都已具備，因此不

太可能早到穆王二十八年。15“拜首稽首”這樣的習慣用語，也不會早於恭王。16 至

13 吴鎮烽、朱豔玲：《 簋考》，《考古與文物》，2012 年第 3 期，頁 107—109。

14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周鎬京附近部分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86 年第 1 期，圖版壹：3。

15 但 簋銘文中的册命用語“王命作册憲尹賜 鑾 ”形式特别，明顯不同於典型册命銘文的“王呼

某册命某曰”，説明恭王後期的册命銘文形式還没有完全固定。

16 陳夢家曾專門排比過此類用語，認爲“拜手稽首”出現於懿王時，參見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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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銘文中的“毛伯”，吴文認爲即班簋（《集成》04341）的“毛伯”和孟簋（《集

成》04162—04164）的“毛公”，則恐未必。因爲在班簋銘文中，“王命毛伯更虢城

公服”，隨後“毛伯”即改稱“毛公”，説明他已受天子册命獲得“公”的爵號，此

後無論自稱還是他稱都應稱“公”，而不會再稱“伯”。班簋的年代一般認爲在穆王

前期，比 簋要早，故無論 簋銘文記事在穆王二十八年還是恭王二十八年，銘文

中的“毛伯”與班簋的“毛伯”“毛公”都不會是同一人，而應是班簋“毛伯”的

後代繼任爲毛氏宗子者。17

3  申鼎（《銘圖》02441）

唯八月初吉庚寅，王在宗周，斿（游）於比（？）。密叔右 （申），

（申）賜禾於王五十 （秭）。 （申）拜手稽首，敢對揚皇丕顯天子丕

休，用作朕文考氐孟寶尊鼎，子子孫孫其萬年永寶用。

申鼎（圖 5）是一件少見的附耳盂形鼎，侈口方唇，腹部斜收，蹄形足，口沿

下飾顧首卷尾、軀體呈“W”形的龍紋，龍腹下有小足，腦後有飄帶狀的冠。與申

鼎形態最爲接近的是現藏臺北“故宫博物院”的十五年大鼎（《集成》02808、《銘圖》

02466，圖 6a），它與申鼎相比有幾點差異：一、蹄足較爲發達，申鼎的三足尚介於

柱足與蹄足之間；二、雙耳横截面呈方形，申鼎雙耳横截面則接近扁圓形；三、口

沿下飾兩周弦紋。由一、二兩點可見，申鼎的年代應該比大鼎早，可視爲大鼎的祖

型。與臺北“故宫博物院”藏大鼎同爲一人所作之器，尚有故宫博物院藏十五年大

鼎（《集成》02807、《銘圖》02465，圖 6b）和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十二年大簋蓋（《集

成》04298—04299、《銘圖》05344—05345，圖 6c），目前多數學者認爲此三器是厲

王標準器。申鼎與穆王時期常見的垂腹柱足圓鼎屬於完全不同的兩種類型，而接近

西周晚期前段的大鼎，可見其年代不太可能早到穆王。

申鼎口沿下的“W”形顧首龍紋流行於恭懿時期，與其相似者有 簋（圖

17b）、曶簋（《銘圖》05217）、 簋（圖 16）、同師簋（圖 17a）、吕服余盤（《集

（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224。他對相關銅器的斷代可能有一些問題，但從現有材料看來，

“拜手稽首”，以及與之相似的“拜首稽首”“拜手稽手”等用語開始流行，應不早於恭王時期。

17 張懋鎔認爲 簋的“毛伯”即班簋器主“毛伯班”，參見《新見金文與穆王銅器斷代》，《文博》，

2013 年第 2 期，頁 21。其説似不可信。從班簋銘文看來，器主“班”與“毛伯”“毛公”顯然並

非一人，而應是後者的晚輩，有學者認爲“班”乃“毛伯”之子。“毛班”在“毛公”死後繼任爲

毛氏宗子，《竹書紀年》有“毛公班”，可見“毛班”在穆王時已被册命爲“公”。因此恭王二十八

年時 簋銘文中的“毛伯”也不會是“毛班”，而有可能是“毛班”之子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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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10169、《銘圖》14530）、寏盤（《銘圖》14528）、免盤（《集成》10161、《銘圖》

14515）、南宫柳鼎（《集成》02805、《銘圖》02463）等器，其中除南宫柳鼎爲西周

晚期前段（約厲王前後）之器外，其餘銅器的年代均在恭懿時期。因此就器形、紋

飾而言，將申鼎定在恭懿時期最爲合理。

申鼎銘文敘述周王到“比”18 地游玩，賞賜給申“禾五十秭”，從類型上説應該

歸入“賞賜銘文”。西周中晚期尤其是穆王以後的賞賜銘文受册命銘文的影響，也

形成了比較固定的格式，張懋鎔稱之爲“召賜制度”。19“召賜”銘文多採取“王呼某

召某，賜某物”的形式，其中擔任呼召任務的人與册命銘文中的“右者”有相似之

處。申鼎銘文不同於一般“召賜”銘文之處，首先是賞賜物“禾”爲前所未見，其

次是“密叔右申”四字——“密叔”在此處的地位和作用應相當於一般“召賜”銘

文的呼召者，但在介紹他時卻採用了册命銘文“某右某”的形式，顯然是受册命銘

文影響所致。從邏輯上説，申鼎銘文應該出現於册命銘文流行一段時間之後，20 可見

其年代不會早於恭王。

近年所見還有一件私人收藏的伯申簋（《銘圖》05100，圖 7a），與申鼎很可能

是同一人所作，可作爲申鼎斷代的旁證，其銘文曰：

伯 （申）作寶 ，其朝夕用盛 （粱） （稻） ，其用飤正、御

（事）、倗（朋）友、尹人，其用匃眉壽萬年。

 “用盛粱稻 ”一語特别值得注意，類似的用語以往多見於春秋時期銅器銘文

中，西周晚期也有少數例子，如史免瑚（《集成》04579）的“用盛稻粱”，弭仲瑚

（《集成》04627）的“用盛秫稻 粱”，伯公父瑚（《集成》04628）的“用盛 稻糯粱”

等。巧合的是，與伯申簋同爲近年新見的伯句簋（《銘圖》04989，圖 7b-c）銘文中

也有類似語句：“伯句作寶 ，其朝夕用盛 （稻）京（粱） ，其用享於尹人眔倗

（朋）友。”伯申簋爲直口，器蓋與器身有子母口扣合，蓋面隆起，蓋緣方折，腹壁

較直，下腹略傾垂；器身帶兩獸首銜環耳，獸角呈螺旋狀，圈足下接四個圓柱狀小

足，21 足上端飾有獸首；蓋面邊緣及口沿下飾象鼻夔龍紋，龍身已極端簡化，與竊曲

18 作爲地名的“比”字部分爲鏽所掩，字形尚有疑問，張懋鎔釋爲“斥”，字形亦不似。

19 張懋鎔：《金文所見西周召賜制度考》，參見《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年），

頁 184—191。

20 山西絳縣横水西周墓地 M1 出土的倗伯爯簋（《銘圖》05208，圖 8c）銘文曰：“益公蔑倗伯爯 ，

右告，令金車、旂。”也是一篇賞賜銘文，其“右告”一語同樣是受册命銘文的影響。

21 《銘圖》所收伯申簋照片僅能見三個小足，但與同類三足簋相比，其足與足之間的距離明顯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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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接近，圈足飾三角雲雷紋。伯句簋的形態和紋飾與伯申簋極爲相似，體量亦相差

無幾，再加上其銘文用語的雷同，頗使人懷疑這兩件簋是同時由同一作坊鑄造。

伯申簋、伯句簋這種類型的銅簋過去在傳世器中不多見，22 但近年出土及流

散青銅器中卻發現不少：如陝西耀縣丁家溝出土的殷簋（《銘圖》05305—05306，

圖 8a）、保利博物館藏爯簋（《銘圖》05233，圖 8b）、私人收藏的吕簋（《銘圖》

05257，圖 14）、叔侯父簋（《銘圖》04846）等。除爯簋的雙耳爲半環形耳外，其

餘諸器的造型非常接近，均爲獸首銜環耳，圈足下接三或四個柱狀小足，腹部皆

爲素面，蓋面邊緣和口沿下飾長尾鳥紋或夔龍紋演變而成的竊曲紋。殷簋銘文的

册命地點爲“周新宫”，又見於十五年趞曹鼎（《集成》02784）、師湯父鼎（《集

成》02780）、師遽簋蓋（《集成》04214）、望簋（《集成》04272）、虎簋蓋（《銘

圖》05399—05400）和士山盤（《銘圖》14536）等器，這些銅器的年代多被定於恭

懿時期。爯簋的器主即平頂山應國墓地 M84 的墓主應侯爯，該墓下葬年代被發掘者

定於恭王後期，23 其説可從。絳縣横水 M1 出土的倗伯爯簋（《銘圖》05208，圖 8c）

也屬同一類型，但頸部内收，下腹外鼓較甚，蓋面及腹部飾瓦紋，其紀年應爲恭王

二十三年。24 年代較晚的此型銅簋，有長安張家坡窖藏出土的五年師 簋（《集成》

04216—04218、《銘圖》05248—05250，圖 9）和内蒙古寧城小黑石溝出土的師道簋

（《銘圖》05328），兩器造型、紋飾非常接近，其三小足已變爲翻卷的象鼻狀，年

代多被定於孝夷時期。可見，此型銅簋主要流行於恭懿時期，伯申簋和伯句簋從器

形、紋飾看來也應屬於這一階段。“用盛稻粱”這類用語，以往所見之例没有早於

西周晚期的，伯申簋和伯句簋是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兩例，但反過來也證明其年代

不會早到穆王。

參照伯句簋、倗伯爯簋、叔侯父簋等同類四足簋之例，伯申簋應該也是四足。

22 如仲競簋（《集成》03783、《銘圖》04679）和故宫博物院藏大作大仲簋（《集成》04165、《銘

圖》05170）。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4 年），頁 171—174。

將此型簋定爲 F 型，大作大仲簋爲Ⅰ式，五年師簋爲Ⅱ式，但他對此型簋的斷代似乎偏晚。

2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平頂山應國墓地八十四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98 年第 9 期，頁

4—17。

24 參見韓巍：《横水、大河口西周墓地若干問題的探討》，收入上海博物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編：

《兩周封國論衡——陝西韓城出土芮國文物暨周代封國考古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388—406。這一看法我最早在《關於絳縣倗伯夫婦墓的幾

個問題》一文中提出，參見韓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論文，2007
年），“附録”。其後李學勤《論倗伯爯簋的曆日》亦將倗伯爯簋定爲恭王二十三年器，參見李學

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年），頁 538—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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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鼎銘文中的“密叔”這個人物，是與其他銅器繫聯的關鍵。“密叔”以往見於

虎簋蓋（《銘圖》05399—05400，圖 10）和 簋（《集成》04266、《銘圖》05304，

圖 17b）銘文中。由於大多數學者都將虎簋蓋定爲穆王三十年器， 簋和申鼎的年代

自然也隨之提前。25 然而虎簋蓋和 簋銘文都已是非常標準的册命銘文，銘文字體和

書風都與穆王時期的流行風格不類。 簋的器形與昭穆時期常見的敞口圈足簋屬於

一類，但形態比穆王時同類器更爲矮扁，年代應該較晚。申鼎和伯申簋的出現，爲

虎簋蓋的重新斷代提供了關鍵證據。從考古類型學角度看來，申鼎和伯申簋只能歸

入西周中期後段，而不可能早到穆王時期。因此虎簋蓋的年代應定爲恭王三十年，

“密叔”這個人物可能主要活動於恭王時期， 簋和申鼎的年代可隨之確定。

4．召簋（《銘圖》05230）

唯四月初吉，王在周，格大室，即位。井伯入右召。王呼内史册命召

曰：“賜汝玄衣、滰純、 （緇）巿、幽黄（衡）、金膺。”曰：“用事。”

召稽首對揚王休，用作文考日癸尊 。

召簋（圖 11）屬於侈口鼓腹的圈足簋；半環形耳，上端飾獸首，下有方形垂

耳；口沿下飾分尾的小鳥紋，中間隔以浮雕狀獸首。這種類型的簋在西周中期前

段（昭穆時期）最爲常見，恭懿時期仍然爲數不少，如廿七年裘衛 簋（《集成》

04256、《銘圖》05293，圖 12a），其外形與召簋非常接近，口沿下飾象鼻夔紋演變

而來的竊曲紋。直到西周中晚期之際，這類簋仍有少數標本，比如長安縣兆元坡

出土的輔師 簋（《集成》04286、《銘圖》05337，圖 12b），其造型、紋飾與召簋

如出一轍。但由銘文看來，輔師 簋顯然與上海博物館藏十一年師 簋（《集成》

04324—04325、《銘圖》05381—05382，圖 12c）是同一人所作。師 簋是西周晚期

常見的斂口圈三足簋、蓋面及腹部飾瓦紋，蓋緣及口沿下飾獸面紋演變而來的竊曲

紋，其銘文中出現“宰琱生”這個人物，即五年、六年琱生簋（《集成》04292—

04293）的器主。兩件琱生簋的年代應在宣王時，故學者多將師 簋定爲厲王時器。

輔師 簋的年代可能稍早，但恐怕也早不過孝夷時期。

作爲册命銘文，召簋銘文的形式已經比較成熟，除無職務任命外，各項要素基

本齊備。26 用語方面，在“井伯入右召”之後不説“立中廷，北向”，是較早的特徵。

25 張懋鎔即以虎簋蓋爲標尺，將申鼎也定爲穆王器，參見張懋鎔：《新見金文與穆王銅器斷代》，《文

博》，2013 年第 2 期，頁 20。

26 這類只有命服賞賜而無職務任命的册命銘文，在西周中晚期並不少見，一般册命銘文所用的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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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簋的賞賜物品與虎簋蓋最爲接近，後者爲“ （緇）巿、幽黄（衡）、玄衣、滰純、

鑾旂五日”，召簋與之相比只少“鑾旂五日”一項；其中的“滰純”一物，目前爲

止僅見於虎簋蓋和召簋。可見召簋的年代應與虎簋蓋相近，以定於恭懿之際爲宜。

召簋銘文的右者“井伯”，應該就是廿四年 簋（《銘圖》05362，圖 13a）的

器主司馬井伯 ，主要活動於恭王後期至懿王時。27 七年趞曹鼎（《集成》02783）、

利鼎（《集成》02804、《銘圖》02452，圖 13b）、師 父鼎（《集成》02813、《銘

圖》02476，圖 13c）、師毛父簋（《集成》04196）、師 簋蓋（圖 2c）、豆閉簋（《集

成》04276）、救簋蓋（《集成》04243）、元年師虎簋（圖 2b）、五祀衛鼎（《集成》

02832）、十二年走簋（《集成》04244）、永盂（《集成》10322）等器銘文中的“井伯”，

可能也都是這位井伯 。

5．吕簋（《銘圖》05257）

唯九月初吉丁亥，王格大室，册命吕。王若曰：“吕，更乃考司奠（鄭）

師氏，賜汝玄衣、黹純、 巿、冋黄（衡）、戈琱胾、厚必（柲）、彤沙、

旂鑾，用事。”吕對揚天子休，用作文考尊 ，萬年寶用。

吕簋（圖 14）的器形、紋飾與前述伯申簋非常接近。其銘文雖是册命銘文，但

缺少了右者與史官兩項要素，在“王格大室，册命吕”之後直接敘述册命内容，應

是早期册命銘文尚未“規範化”的形態。吕的職司“司奠（鄭）師氏”很值得注意，

“奠（鄭）師氏”應理解爲“奠（鄭）”地之“師氏”。吕的賞賜物品中，“戈琱胾、

厚必（柲）、彤沙、鑾旂”一般是專門用來賞賜武官師氏的，28 這與吕“司鄭師氏”

的職務有關。

“奠（鄭）”是西周中期後段銅器銘文中多次出現的地名，學者大多認爲是今鳳

翔一帶的“西鄭”。懿王時器免瑚（《集成》04626）銘文曰：“王在周，命免作司土

（徒），司奠（鄭）還（縣） （林）眔吴（虞）眔牧。”李家浩認爲“還”應讀爲“縣”，

西周時期的“縣”是指王畿以内、國都以外的地區或城邑四周的地區。29 周王任命免

“册命”，在這類銘文中多改用“册賜”。參見韓巍：《讀首陽〈吉金瑣記〉六則》，收入朱鳳瀚主編：

《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頁 216。召簋銘文仍用“册命”，這一點比較特殊。

27 參見韓巍：《 簋年代及相關問題》，收入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

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第 6 卷，頁 155—170。

28 銘文“旂鑾”二字，應爲 “鑾旂”誤倒。

29 李家浩：《先秦文字中的“縣”》，收入《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 · 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

版社，2002 年），頁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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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司徒”，掌管“鄭縣”的林、虞、牧等事。30 首陽齋藏曶簋（《銘圖》05217）銘文中，

周王命曶“司奠（鄭） （？）馬”，應該是管理“鄭縣”的馬政，即司徒下屬的“牧”

官。31 由吕簋銘文可知，“鄭縣”還設有主管軍政事務的“師氏”。而在師 鼎（《集成》

02817）銘文中，周王命師 “司邑人唯小臣、善夫守（友）官犬眔奠（鄭）人善夫

官守友”，可見“鄭縣”内部還有管理周王宫廷事務的善夫等近臣。這些都説明“鄭

縣”是周王直接管轄的領地，設有分管各項事務的完備的官僚機構。西周金文中還

有“豐還（縣）”，見於長安張家坡出土的元年師 簋（《集成》04279—04282）銘文：

“王呼作册尹克册命師 曰：備於大左，官司豐還（縣）左右師氏。”“豐縣”的“左

右師氏”與“奠（鄭）師氏”應該是性質相同、地位相近的職官；由此推斷，“豐縣”

内部應該設有與“鄭縣”相似的職官系統。32“縣”作爲王畿内部由周王直轄的一級

行政建制，出現於西周中期，反映了西周中央政府機構的發展和王權對地方控制的

加强，33 是中國早期國家演進過程中的一件大事。

李家浩引述《穆天子傳》“天子入於南鄭”、《竹書紀年》“穆王元年築祇宫於南

鄭”、“穆王所居鄭宫、春宫”等史料，並據《漢書·地理志》颜師古注“周自穆王

以下都於西鄭”之説，指出《穆天子傳》《竹書紀年》之“南鄭”應爲“西鄭”之誤；

並認爲金文有“王在奠（鄭）”之語，與它器“王在周”同例，故“奠（鄭）”應爲

國都。34 根據文獻記載，“奠（鄭）”在穆王時已成爲重要的别都，但在穆王時期金文

中，周王舉行儀式的主要地點仍然是“ 京”而非“奠（鄭）”。35 金文記述周王在“奠

（鄭）”舉行册命及賞賜儀式的，過去所見有免尊（《集成》06006）、免卣（《集成》

05418）、大作大仲簋（《集成》04165）和三年 壺（《集成》09727）；其中免尊、

30 永盂銘文有“奠（鄭）司（土）徒函父”，與免瑚年代相近，“函父”或即“免”之字。

31 傳世器有奠（鄭）牧馬受簋（《集成》03878—03880），年代在西周中晚期之際，器主名“受”，

其官職爲“奠（鄭）”地的“牧馬”，與曶相同。

32 關於“奠還（縣）”“豐還（縣）”内部的職官設置，可參見松井嘉德：《西周奠（鄭）考》，收入

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 · 上古秦漢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61—68。

33 與“還（縣）”同時出現且性質相近的行政建制還有“五邑”，其官員稱“邑人”，有“甸人”“虎臣”

“走馬”等職官。在此不能詳論。

34 李家浩：《先秦文字中的“縣”》，收入《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 · 李家浩卷》，頁 16—18。

35 銘文出現“ 京”之器主要出現於昭穆時期，其中一般被定爲穆王器者有鮮簋（《集成》10166）、

静簋（《集成》04273）、静卣（《集成》05408）、伯姜鼎（《集成》02791）、伯唐父鼎（《銘圖》

02449）、老簋（《銘圖》05178）等器。另外遹簋（《集成》04207）銘文出現“穆王”，雖爲恭

王初年作器，但所記之事仍發生在穆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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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卣與免瑚爲同人之器，時代亦應接近；大作大仲簋與吕簋器形相似，年代當在穆

恭之際；唯三年 壺可能晚到孝夷時期。新見旂伯簋（《銘圖》05147，圖 15）銘文

記述周王在“奠（鄭）宫”賞賜旂伯“貝十朋”。此器形態與廿八年 簋相似，雙

耳上端略低於口沿，頸部飾長尾小鳥紋，字體、書風也顯得較早，或爲穆王後期之

器，“奠宫”即穆王所建之“鄭宫”（祇宫）。前述涉及“鄭縣”職官之器，曶簋可

能早到穆恭之際，師 鼎則在孝夷時期。可見“奠（鄭）”作爲别都當始於穆王後期，

恭懿時期達於極盛（“鄭縣”行政機構之設置或在此時），西周中晚期之際走向衰落。

綜合吕簋的器形、紋飾以及銘文形式、内容等各方面因素，其年代應定於恭懿

之際。

6． 簋（《銘圖》05258）

唯正月初吉丁丑，昧爽，王在宗周，格大室。祭叔右 ，即位中廷。作

册尹册命 ，賜鑾，令邑於奠（鄭），訊訟，取 五鋝。 對揚王休，

用作朕文祖豐仲寶簋，世孫子其永寶用。

簋（圖 16）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爲侈口帶蓋的圈三足簋，體形矮扁，頸部

明顯收束，腹部外鼓，圈足下接三個柱狀小足；半環形耳，其上飾獸首，下有小垂

珥；蓋緣及口沿下飾“W”形的顧首龍紋，與申鼎等器的龍紋相似，但龍腦後的冠

特别發達而成翻卷狀。與 簋最爲相似的銅器是臺北“故宫博物院”藏同師簋（《集

成》03703、《銘圖》04553，圖 17a），兩器的外形、紋飾幾乎没有差别。如果除去

兩器圈足下接的小足，與 簋《集成》04266、《銘圖》05304，圖 17b）也非常接近。

簋的銘文書體與廿七年衛簋（圖 12a）、豆閉簋、 簋（圖 13a）等器接近，故其

年代也應在恭懿時期。

簋銘文是比較典型的册命銘文，但在介紹史官時只説“作册尹册命 ”，不

言“王呼”，仍帶有早期的特徵。其右者“祭叔”前所未見，“祭”字作 二形，

上部爲手持二倒矢，過去多隸定爲“溓”，與字形不符。李學勤據郭店楚簡《緇衣》

所引“祭公之顧命”的“祭”字形體，指出過去釋“溓”的這個字實際上應該是“彗”

字，假作“祭”，西周金文中的“溓公”就是文獻中的祭公，36 其説甚是。昭穆之際

金文中有“祭公”，見於 鼎（《集成》02659）、 鼎（《集成》02740—02741）、厚

趠方鼎（《集成》02730）三器，可能就是祭公謀父或其父輩（即與昭王同死於漢水

36 李學勤：《釋郭店簡祭公之顧命》，《文物》，1998 年第 7 期，頁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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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位祭公）。同時代的令鼎（《集成》02803）銘文中有“祭仲”，西周早期太史觶

（《銘圖》10629）銘文中有“祭季”，另有祭季鬲（《集成》00495）。“祭仲”“祭季”

與 簋的“祭叔”應該都是祭氏族人。自祭公謀父之後，祭氏再没有出現過位高權

重的代表人物， 簋的“祭叔”是祭氏首次見於册命銘文。

簋銘文中的“令邑於奠（鄭）”，是指賜給 在“鄭”地的採邑；“邑”爲動詞，

與金文中多見的“侯於某地”的“侯”字用法相同。可見周王不僅在“鄭”設有直

轄的職官機構，而且還把“鄭”的土地賜給臣下作爲採邑。西周中期後段至西周晚

期，有一些從大族分出的小宗旁支，往往將“奠（鄭）”字加於原氏名之前，形成“奠

（鄭）某氏”的複合氏名，如奠（鄭）井氏、奠（鄭）虢氏、奠（鄭）同（凡）氏等。

有學者指出這些家族就是從井氏、虢氏、同（凡）氏等世族的大宗分出，而别封於

“奠（鄭）”地的小宗，37 這一觀點得到 簋銘文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這類複合氏

名始見於西周中期後段（即穆王以後），説明此時大世族進入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

簋銘文的“訊訟”和“取 ”也多見於册命銘文。“訊訟”亦作“訊小大友鄰”

或“訊庶友鄰”，是指司法審判。“取 ”的含義，學者有不同解釋，如陳夢家認

爲是徵收罰款，陳漢平、朱鳳瀚等主張是貴族官員的俸禄。38 因爲“取 ”大多出

現在“訊訟”之後，我認爲可能是從判處的罰金中提取一部分作爲官員個人收入，

是周王賦予受命者的一項特權。“取 ”的數額均爲“五”的倍數，恭王時期的

簋（《集成》04255）、 簋與 簋一樣都是“五鋝”， 簋的器主井伯 貴爲王朝

冢司馬，也不過“十鋝”。直到宣王時期的番生簋（《集成》04326）和毛公鼎（《集

成》02841），才增加到“廿鋝”和“卅鋝”，可見“取 ”的數目有一個逐漸上升

的過程。“訊訟”和“取 ”是伴隨着册命銘文的成熟而出現的，穆王時期銘文中

還没有發現。

7．附論幾件僞作之器

《銘圖》一書所録新見私藏青銅器中，與本文所論密切相關者，還有由鼎（《銘

圖》02453，圖 18a-b）、由盨蓋（《銘圖》05673，圖 18c）和廿六年倗叔壺（《銘圖》

37 參見松井嘉德：《西周奠（鄭）考》，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 · 上古秦漢卷》，

頁 42—60。另外在“豐”也有類似的别封的小宗，如井氏的小宗“井叔氏”，其氏名亦稱“豐井”，

有豐井叔簋（《集成》03923）可證。

38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頁 193；陳漢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86 年），

頁 261—262；朱鳳瀚：《西周金文中的“取 ”與相關諸問題》，收入陳昭容主編：《古文字與古

代史（第一輯）》（臺北：歷史語言研究所，2007 年），頁 19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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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1，圖 20）。然而從器形和銘文看來，這幾件器物的可靠性頗有疑問，故於本節

之末略加討論。

由鼎、由盨蓋的銘文内容、行款、書體都基本相同，僅個别字形有異，其銘文

曰：

唯正月初吉庚寅，王在康宫，格於大室。榮伯入右由，即位。王呼内史

尹册命由。王曰：“由，命汝作服。賜汝金車、旂、 巿、幽黄（衡）。”

由敢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朕考 。由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

器主之名，《銘圖》原釋爲“古”，與字形不符，應改釋“由”。從《銘圖》所

收銘文拓本看來，文字書寫較爲拙劣，字形多有訛誤，應是僞銘。39 但内容並無明顯

破綻，屬於比較標準的册命銘文，各項要素基本齊備；“榮伯入右由”之後，用“即

位”來代替册命銘文常見的“立中廷，北向”，同於 簋和虎簋蓋，是年代較早的特

徵。其中的右者“榮伯”，是西周中晚期金文中重要的政治人物，見於同簋（《集成》

04271）、衛簋（《集成》04209—04212）、裘衛盉（《集成》09456）、永盂（《集成》

10322）、宰獸簋（《銘圖》05376—05377）、弭伯簋（《集成》04257）、卯簋蓋（《集

成》04327）、輔師 簋（《集成》04286）、康鼎（《集成》02786）、敔簋（《集成》

04323）、應侯視工鐘（《銘圖》15314—15316）等器銘文。因此，由鼎、由盨蓋銘

文雖屬僞作，但其内容或有所本。

由鼎通高 23.2~23.5 釐米，口徑縱 16.5 釐米、横 19.9 釐米，器形近似西周早期

至中期前段多見的小型方鼎。器身呈橢方形，直口方唇，頸部内收，腹部微鼓，四

條柱狀足横截面呈半圓形；鼎身短邊頸部兩側有一對扭索狀附耳，長邊頸腹間有一

對獸首半環形耳，獸角螺旋形，下有鈎狀垂珥；頸部飾雲雷紋填地的歧身夔龍紋，

四足上部飾有獸首。形態類似的附耳橢方形鼎在穆王前後比較多見，如上海博物

館藏毛公旅鼎（《集成》02724、《銘圖》02336）、扶風莊白出土的伯 鼎（《集成》

02824、《銘圖》02489）等。濟陽劉臺子六號墓出土的一件方鼎（M6:21）頸部明顯

内收，與由鼎尤爲近似。40 但以往所見此類鼎的足部均爲圓柱形，由鼎則爲半圓柱形，

39 本文初稿曾將此二器作爲真器討論，但 2013 年 10 月 19—20 日在上海復旦大學召開的“簡帛文

獻與古代史”學術研討會暨第二届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上發表之後，不少與會學者對銘文可靠

性提出質疑，我反復斟酌後乃改爲今説。

40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濟陽劉臺子西周六號墓清理報告》，《文物》，1996 年第 12 期，頁 8，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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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明其年代較晚。由鼎器身正面的一對獸首半環形耳，以往在方鼎上從未見過，非

常特别；耳上部獸首的螺旋形角，多見於西周中期後段至西周晚期，也是較晚的特

徵。由鼎的器形雖然罕見，但其細節均符合西周中期銅器的常見特徵，應非向壁虚

造，不排除銘僞而器真的可能，還有一種可能則是器、銘均模倣真器而僞作。由盨

蓋的器形未見著録，亦無文字介紹，但《銘圖》將其定名爲“盨蓋”，説明其形制

當與一般的盨蓋相似，其上可能有四個曲尺形紐，卻置時可以爲足，這種類型的器

蓋也常見於橢方形小鼎上。可見由鼎與由盨蓋原本應是同一件器物的器和蓋（或者

更準確地説，是倣照同一件器物的器、蓋而僞造），後分歸不同藏家。此二器雖然

很可能是僞作，但我認爲應有真器爲其模本，因此不能一概否定其研究價值。

以往所見方鼎多自名爲“鼎”或“ ”，由鼎器形類似附耳小方鼎，其銘文卻

自名爲“ ”，表面看來似是一個明顯破綻，其實不然。陳夢家在討論西周中期後

段的伯鮮盨（《集成》04361—04364、《銘圖》05528—05531）時曾指出：“盨之出現，

約當懿王時，此前所未見。此器是盨而自名曰 ……在形制花紋上和稱謂上，似皆

代表盨初出現的情況。”41 陳氏發現初期的盨自名曰“ ”而不曰“盨”，在當時資料

尚不豐富的條件下，可謂獨具卓識。近年應侯爯盨（《銘圖》05639，圖 22a）等新

材料的發現，已將盨這一器類出現的時間上限前推到穆恭之際。42 在目前所見西周

中期後段的銅盨中，應侯爯盨、 盨（《集成》04462—04463）、伯敢 盨（《銘圖》

05613—05614）等都自名爲“ ”，達盨蓋（《銘圖》05661—05663）則自名爲“須

（盨）”，總體看來稱“ ”者多而稱“盨”者少。到西周晚期，自名“盨”者佔了

绝大多數，但仍有少數自名“ ”者，如華季嗌盨（《集成》04412）等。43 圈足盨

在形制、組合和功能上都與“ ”相似，本身就是由“ ”分化而來，因此早期多

自名爲“ ”。而由鼎這種形態類似方鼎的器物也自名爲“ ”，恰好説明它在當時

是被歸入“盨”類。西周晚期除多見圈足盨外，還有爲數較少的四足盨，如晉侯

41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頁 246。

42 應侯爯盨出土於平頂山應國墓地 M84，參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平頂山應國墓地八十四號

墓發掘簡報》，《文物》，1998 年第 9 期，頁 4—17；該墓下葬年代被發掘者定於恭王後期，其説

甚是。另外，北趙晉侯墓地 M13 也出土銅盨，是該墓地中年代最早的一例，資料尚未發表，介

紹見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二次發掘》，《文

物》，1994 年第 1 期，頁 8。與 M13 配對的 M9 墓主被推定爲武侯寧族，約當穆王時，M13 作

爲夫人墓，下葬時間可能略晚，或可進入恭王早期。

43 另如彔盨（《集成》04357—4360）自名“盨 ”。這種習慣甚至延續到春秋早期，如棗莊東江小

邾國墓地出土的滕侯蘇盨（《銘圖》05620）仍自名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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盨（《銘圖》05630，圖 19a）、召伯虎盨（《銘圖》05518，圖 19b）、夨賸盨（《銘

圖》05514）、應侯盨（《銘圖》05503，圖 19c）等。李零曾指出，這種四足盨是由

西周中期帶矩形紐器蓋的附耳方鼎發展而來。44 這一見解現在得到新材料的證實。中

國國家博物館新近入藏的内史盨，器身橢方形，垂腹，圜底，四柱足，兩附耳，蓋

上有四個曲尺形紐；其與此前所見附耳方鼎的主要區别，是柱足較爲短小；而其銘

文與由鼎一樣，也是自名爲“ ”。45 中國國家博物館將其定名爲“盨”是十分正確

的。從器形、紋飾看來，内史盨的年代大約在穆恭之際，是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四

足盨。由鼎亦應定名爲“盨”而非“鼎”，結合其形態、紋飾特徵和銘文内容，年代

應晚於内史盨，以定於恭懿時期爲宜；46 其銘文中的“榮伯”，與同簋、衛簋、裘衛盉、

永盂銘文中的“榮伯”可能是同一人。

《銘圖》所録廿六年倗叔壺（圖 20），蓋内有銘文四字：“叔作 壺。”其器外底

銘文曰：

唯廿又六年十月初己卯，倗叔作 甫寶尊壺，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張懋鎔、朱鳳瀚兩位學者在其文章中都將此器作爲真器討論，張文將其定爲穆

王時器，朱文則認爲其年代在西周中期偏晚，不早於恭王。47 倗叔壺器銘“四要素”

俱全，如果此器可靠，則對西周金文曆譜和銅器斷代研究都有不小的影響。但最近

陳小三撰文指出，倗叔壺的整體形制、提梁的高度以及兩端獸首風格均與西周時期

的銅壺差異明顯，器底銘文字口生硬、外緣多豁口、同一字的筆畫粗細不匀，而器

蓋銘文筆劃流暢，與器底銘文差異頗大。因此他認爲倗叔壺器身及器底銘文應爲僞

44 李零：《關於銅器分類的思考》，見李零：《入山與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年），頁 258。

但李零認爲西周中晚期的盨全都是由附耳帶蓋小方鼎演變而來，則未必符合實際情況。由現有材

料看來，圈足盨和四足盨的最早標本基本上是同時出現，應該各自有其源頭，圈足盨應是從簋分

化而出，四足盨則來源於附耳帶蓋的橢方形小鼎（後者的功能很可能與其他方鼎不同，而接近於

簋）。

45 此器資料尚未公開發表，但最近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新入藏文物展”展出，照片見於網絡。值得注

意的是，内史盨的腹底外緣四足之間還連接有一圈很矮的假圈足，説明它其實是圈足盨與附耳小

方鼎融合的産物；從類型學上説，它應該是圈足下接四小足的附耳盨（如應侯盨，圖 19c）的直

接前身，而與由盨、夨賸盨等底部無圈足的四足盨有所區别。

46 《銘圖》還收録了一件由盉（《銘圖》14798），其銘文内容與由鼎、由盨蓋基本相同，而書風差異

較大，筆劃軟弱無力，字口模糊，文字多有訛誤，僞作痕跡較由鼎、由盨蓋更爲明顯。此器造型、

紋飾也顯得生硬粗糙，應是僞器無疑，銘文當是照搬由鼎、由盨蓋。

47 張懋鎔：《新見金文與穆王銅器斷代》，《文博》，2013 年第 2 期，頁 20—21；朱鳳瀚：《關於西周

金文曆日的新資料》，《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 年第 6 期，頁 19—21。



由新出青銅器再論“恭王長年説”│   295

作，器蓋及銘文則不僞。48 陳文所論證據確鑿，倗叔壺器底銘文的確十分可疑，應該

盡量排除它給西周銅器斷代研究帶來的擾亂。

二、西周中期後段青銅器的變化

以上文所論新出青銅器爲出發點，結合以往學者的研究成果，根據銘文中出現

的人名及其他因素，我將恭王時期具有斷代意義的代表性銅器分爲 10 組，列舉如

下（其中少數銅器或可早到穆王晚期或晚到懿王時）：

（1）“穆王”王號組

長甶盉（《集成》09455）、遹簋（《集成》04207、《銘圖》05237，圖 26b）、牆

盤、師 鼎（《集成》02830）

按：長甶盉、遹簋銘文中的“穆王”，自王國維開始被認爲是“生稱”，

故此二器長期被定爲穆王標準器，對西周中期銅器斷代影響極大。但 20

世紀 �0 年代以來，贊同“諡號説”的學者逐漸增多。如果“穆王”是

諡號，此二器應作於恭王初年，銘文記事則發生在穆王晚期。牆盤和師

鼎銘文中的“穆王”無疑是諡號，故學者公認此二器爲恭王標準器（也

有人將師 鼎定於孝王時）。

（2） 、衛組

器群： 鼎（《銘圖》02329）、 簋一式（《銘圖》05275）、 簋二式（《銘圖》

05315—05318）、 盤（《銘圖》14531）、 盉（《銘圖》14799），銘文右者“周師”。

衛器群：衛簋（《銘圖》05368—05369，右者“仲侃父”）

按：“ ”與“衛”應爲兄弟關繫，我將 器年代定於穆恭之際，並推

測 器之右者“周師”即井伯 之父。49

（3）穆公、尹姞組

盠器群：盠方尊（《集成》06013）、盠方彝（《集成》09899—09900，右者“穆

公”）、盠駒尊（《集成》06011—06012，呼召者“師豦”）

師遽器群：師遽簋蓋（《集成》04214）、師遽方彝（《集成》09897，呼召者“宰

利”）

48 陳小三：《試論“倗叔壺”和作册吴盉》，《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5 年第 3 期，頁 61—64。

49 韓巍：《 簋年代及相關問題》，頁 156—15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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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公自作器：穆公簋蓋（《集成》04191，呼召者“宰利”）、穆公鼎（《銘圖》

01242）

尹姞（公姞）器群：尹姞鬲（《集成》00754—00755）、公姞鬲（《集成》

00753）、次尊（《集成》05994）、次卣（《集成》05405）

其他： 簋（《集成》04255，右者“穆公”）

按：“穆公”活動於穆、恭之際，我曾推測他就是井伯 和第一代“井叔”

之父，與 器之右者“周師”或爲同一人。50 尹姞鬲銘文曰：“休天君弗

忘穆公聖粦明弼事先王”，可見此時“穆公”已死，“先王”應指穆王，

故該器年代應在恭王早期。

（4）井伯組

井伯自作器：廿四年 簋

井伯擔任“右者”之器：七年趞曹鼎、利鼎、師 父鼎、師毛父簋、師 簋蓋、

豆閉簋、救簋蓋、召簋

按：井伯 於恭王二十四年被册命爲“冢司馬”，故右者稱“司馬井伯”

或册命地點在“周師司馬宫”之器，如師 簋蓋、師 父鼎、走簋、救

簋蓋，其年代均應在此之後。故十二年走簋應移入懿王世。元年師虎簋

的右者爲“井伯”，但被公認爲懿王器；故其餘右者稱“井伯”之器，

也不排除晚到懿王早期的可能。十二年永盂銘文中“井伯”之地位已僅

次於“益公”，故其年代也晚於 簋，應移入懿王世。51 十五年趞曹鼎原

被多數學者歸入本組，其銘文出現“龏（恭）王”，應是懿王時所作器，

但記事年代仍屬恭王。利鼎器主或即“宰利”，則本組可通過利鼎與穆

公組繫聯。

（5）益公組

九年乖伯簋（《集成》04331）、廿年走馬休盤、廿三年倗伯爯簋

按：乖伯簋、休盤亦有可能屬懿王世或更晚。“益公”擔任右者的申簋

蓋（《集成》04267）、王臣簋（《集成》0426�）、師道簋年代應該略晚，

50 韓巍：《 簋年代及相關問題》，頁 167—168。

51 參見韓巍：《 簋年代及相關問題》，頁 166。按：該文將永盂定爲恭王器，本文改變舊有觀點，將

其下移入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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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爲懿孝時器。

（6）榮伯組

同簋（《集成》04270—04271）、衛簋（《集成》04209—04212）

（7）密叔組

卅年虎簋蓋、 簋、申鼎、伯申簋

按：本組通過虎簋蓋可與井伯組繫聯。

（8）作册吴組

作册吴盉、盤

按：作册吴自作之二祀吴方彝，及“内史吴”任史官之元年師虎簋，皆

爲懿王器。牧簋則晚到孝夷時期。本組通過“内史吴”任史官之師 簋

蓋，可與井伯組繫聯。

（9）其餘有紀年銅器

元年郃 簋（《集成》04197，右者“康公”）、廿七年裘衛簋（右者“南伯”）、

廿八年 簋（右者“毛伯”）

按：五祀衛鼎（《集成》02�32）銘文有“余執恭王恤功”之語，其記事

應在懿王時，九年衛鼎（《集成》02�31）、裘衛盉（《集成》09456）亦

然。但五祀衛鼎之“井伯”與裘衛盉之“榮伯”，與恭王時“井伯”“榮伯”

應爲同一人。再通過永盂，可將井伯組、益公組、榮伯組繫聯在一起。

（10）其餘無紀年銅器

曶簋、吕簋、 簋（右者“祭叔”）、吕服余盤（右者“備仲”）、殷簋（右者“士

戍”）、士山盤

郭沫若在 20 世紀 30 年代提出的“標準器斷代法”，至今仍然是西周銅器斷代

研究最核心的方法論。陳夢家、郭寶鈞等學者倡導的“器群斷代法”，從根本上説仍

然是以“標準器”爲核心，向外繫聯同時、同人、同地、同坑之器，可視爲“標準

器斷代法”的延伸和擴展。誠如不少學者指出的那樣，“標準器斷代法”的一大問

題，就在於“標準器”本身年代的不確定性。如果“坐標”本身發生“位移”，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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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此“坐標”而確定位置的一系列銅器也必然隨之移動。而隨着新材料的湧現和研

究的不斷深入，很多早年被認定爲“標準器”的銅器，後來都發生過“位移”。52

不同研究者對“標準器”的年代判斷有異，將直接影響他們對西周銅器分期斷

代的整體觀感，進而導致他們在銅器組合、紋飾、銘文字體、書風、内容、形式乃

至歷史發展趨勢等方面産生認識上的分歧。例如張懋鎔在《新見金文與穆王銅器斷

代》一文中，列舉了 15 件穆王時期的“標準器”和“次標準器”；53 而在我看來，其

中除剌鼎（《集成》02776）、班簋、庚嬴卣（《集成》05426）、鮮簋四器之外，均

應爲恭王時器。54 可以想見，這種對“標準器”年代判斷的巨大差異，必將使我們對

西周中期青銅器和銘文演變的趨勢産生截然不同的看法。目前學界對“王號生稱説”

與“諡號説”尚且未達成一致意見，55 如要解決這些分歧，勢必需要更多新資料的支

持和長期深入的研究。同時，避免對“標準器斷代法”的單一使用和對金文曆譜的

過度依賴，更多地利用考古發掘出土的組合相對完整的墓葬和窖藏資料，兼顧器物

組合形式和形態、紋飾的演變，將對器物的考古類型學分析和對銘文内容的歷史學

分析融入銅器斷代研究之中，不失爲在現有資料條件下改進研究方法的一條出路。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已有一些學者以考古發掘的墓葬、窖藏資料爲基礎，對西

周青銅器進行全面整理和系統分析，在整體的分期、斷代研究方面取得很大推進。56

他們建立起來的分期斷代體系，經過近年新出土材料的檢驗，除局部需加以改進或

討論外，整體上符合西周青銅器的發展規律和趨勢，爲我們今天的工作打下了良好

52 最顯著的一例，就是唐蘭根據“康宫原則”將夨令方尊（《集成》06016）和方彝（《集成》

09901）從成王下移至昭王，從而將一大批曾被郭沫若、陳夢家定於成康時期的銅器拉晚到昭穆

時期，使西周前期（成王至穆王）的銅器斷代體系産生根本變化。見唐蘭：《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

宫”問題》，《考古學報》，1962 年第 1 期，頁 15—48；《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古文字

研究》第 2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唐蘭的這一創見曾受到很多質疑，但近幾十年來經

過多批新出土銅器的驗證，已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同。

53 張懋鎔：《新見金文與穆王銅器斷代》，《文博》，2013 年第 2 期，頁 23—24。

54 廿六年倗叔壺器底銘文爲僞作，不計在内。長甶盉、遹簋銘文記事在穆王時，作器年代已到恭王

初年。

55 如李學勤、張懋鎔、夏含夷等學者即贊同“生稱説”，“夏商周斷代工程”也採用此説。而彭裕商、

王佔奎等學者則支持“諡號説”，我也是“諡號説”的堅定支持者。

56 代表性論著包括李豐：《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銅禮器的分期與年代》，《考古學報》，1988 年第

4 期，頁 383—419；盧連成、胡智生：《陝西地區西周墓葬和窖藏出土的青銅禮器》，收入盧連

成、胡智生編：《寶雞 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頁 470—529；曹瑋：《周原西

周銅器的分期》，收入北京大學考古系編：《考古學研究（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年），

頁 144—165，另見《周原遺址與西周銅器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9—38；朱

鳳瀚：《古代中國青銅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75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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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迄今爲止，下葬年代約在穆王時期的高等級銅器墓葬，經過考古發掘且銅器

組合保存完整的爲數較多，如寶雞茹家莊 M1 和 M2（ 伯夫婦墓）57、長安花園村

M15 和 M1758、扶風齊家十九號墓59、扶風莊白伯 墓60、山東濟陽劉臺子六號墓61

等。相比之下，目前已公佈資料的恭懿時期銅器墓要少得多，長安普渡村長甶墓62、

翼城大河口 M1017 的下葬年代可能在恭王早期63，絳縣横水 M1、M2（倗伯夫婦墓）

和平頂山應國墓地 M84 約在恭王晚期（也可能進入懿王初年）64。爲便於將這些墓

葬的隨葬銅器組合加以比較，我將這 12 座墓葬出土的主要銅禮樂器列表於下：

墓葬

器類

長花

M15
長花

M17

茹家莊

M1
茹家莊

M2
劉臺子

M6
齊家

M19
伯 墓 長甶墓

大河口

M1017
横水

M1
横水

M2
平頂山

M84
甲 乙

直角方鼎 2 1 2 1 565

圓角方鼎 1 1 2 2

圓鼎 2 2 5 5 5 3 2 1 4 8 5 3 2

鬲 2 3 1 2 1 1

甗 1 1 1 1 1 1 1 1 1 1 1

方座簋 2 1

圈足簋 2 4 4 4 5 2 1 2 6 2

圈小足簋 1 1 2 1

57 盧連成、胡智生編：《寶雞國墓地》，頁 271—384。

58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周鎬京附近部分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86 年第 1 期，頁 1—31。

59 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扶風齊家十九號西周墓》，《文物》，1979 年第 11 期，頁 1—11。

60 扶風縣文化館、陝西省文管會等：《陝西扶風出土伯 諸器》，《文物》，1976 年第 6 期，頁 51—60。

61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濟陽劉臺子西周六號墓清理報告》，《文物》，1996 年第 12 期，頁

4—25。

62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長安普渡村西周墓的發掘》，《考古學報》，1957 年第 1 期，頁 75—85。

6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聯合考古隊：《山西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2011 年第 7
期，頁 9—18。我根據所出霸伯簋、倗伯盆、尚盂等年代較晚的銅器，認爲大河口 M1017 的下

葬年代應在恭王早期。

6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考古》，2006 年第 7 期，頁 16—21；《山西绛

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 年第 8 期，頁 4—1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平頂

山應國墓地八十四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98 年第 9 期，頁 4—17。按：横水墓地發掘者將

M1、M2 的年代定於穆王時期或略晚，我根據 M1 出土倗伯爯簋及兩墓出土其他銅、陶器的總體

特徵，認爲兩墓下葬年代應在恭王末年或懿王初年，參見韓巍：《横水、大河口西周墓地若干問題

的探討》，收入上海博物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編：《兩周封國論衡——陝西韓城出土芮國文物暨

周代封國考古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88—392。

65 該墓出土方鼎五件，已發表兩件，一爲直角方鼎，一爲圓角方鼎，但具體各有幾件，簡報未説明。

該墓還出土斝一件，銅人頂盤一件，未列入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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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

器類

長花

M15
長花

M17

茹家莊

M1
茹家莊

M2
劉臺子

M6
齊家

M19
伯 墓 長甶墓

大河口

M1017
横水

M1
横水

M2
平頂山

M84
甲 乙

盂（盂形簋） 1 1 1

盨 2 1

豆 4 4

盆 2

盤 1 2 1 1 1 1 1 1 2 1 1

盉 1 1 1 1 1 1 1 2 1 1

尊 2 1 2 1 1 3 1 1

卣 2 1 1 1 1 1 3 1 1

壺 1 2 1 1 1 2

罍 1 1 1

爵 2 2 2 2 2 2 2 7 1 1

觶 1 2 1 2 1 1 2 1 1

觚 1 2 3 1

編鐘 3 3 3 5 5

由上表可知，恭懿時期墓葬的銅器組合基本延續了穆王時期的形式，但在以下

幾個方面有明顯變化：

（1）方鼎基本消失。方鼎在穆王時期級别較高的墓葬中幾乎是不可缺少的器

類，但到恭王時期則基本不見。在目前所見傳世和流散銅器中，也没有年代確定晚

於穆王的方鼎。66

（2）“列鼎”制度得到進一步發展。横水墓地 M1 畢姬墓隨葬五鼎，均爲垂腹

柱足（或半柱足）圓鼎，形態相似，大小相次，除最大的一件飾長尾鳥紋外，其餘

均爲素面加一周弦紋（圖 21）。67 形制相同、大小相次的奇數圓鼎與形制、大小均相

同的偶數簋相配的“列鼎”“列簋”制度，最早見於茹家莊 M1 伯墓甲室（殉妾

墓），68 但該墓隨葬的鼎、簋形制與周文化禮器風格迥異，當是一種特殊的地方類型。

66 前文提到的由鼎雖然形態類似方鼎，但實際上是四足盨。大河口 M1017 出土五件方鼎，其中

M1017:2 爲直角方鼎，飾乳釘紋，M1017:10 爲圓角方鼎，飾大獸面紋，其形制、紋飾均偏早，

應爲昭穆時期遺留下來的器物。

67 目前已發表的資料對這五件鼎並没有全面介紹，但横水 M1 全部銅器現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古代

中國”陳列展出，使我們得以一窺其全貌。

68 曹瑋指出，所謂“列器”（形制相同的成組銅器）早在商代就已出現，西周早期也不乏其例，但以

鼎簋爲核心、各種器用嚴格配置的一整套“列器”制度，是到西周後期（懿孝以後）才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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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水 M1 出土的“列鼎”是典型的周文化銅鼎，且出於王朝大貴族畢氏之女畢姬墓

中，這説明“列鼎”制度在王朝貴族中已有一定程度的普及。但横水 M1 並没有與

“列鼎”相配的“列簋”，可見這一新興的禮制尚處於形成過程中。

（3）盛食器中新出現了盨和盆。平頂山應國墓地 M84 出土應侯爯盨一件（圖

22a），另外晉侯墓地 M13、大河口 M1017 也都出現了盨，後者還出土倗伯盆一對

（圖 22b）。過去學者多認爲盨和盆最早見於西周中晚期之際，扶風莊白一號窖藏

出土的 盨（《集成》04462—04463、《銘圖》05671—05672）和微 盆（《集成》

10324—10325、《銘圖》06252—06253，圖 22c）往往被作爲典型例證。考古新發現

證明盨和盆的最早標本在穆恭之際已經出現。

（4）酒器仍以尊、卣、爵、觶組合爲主，但數量減少，一般每種只出一件。69 罍

至恭王後期已消失。尊、卣、方彝等西周早期的典型酒器直至懿孝時期仍有少量殘

餘，爵一直延續到西周中晚期之際。70 西周晚期流行的成對使用的長頸鼓腹圓壺，恭

懿時期墓葬中還没有出現。目前所見此類圓壺，年代最早的當數莊白一號窖藏出土

的三年 壺（圖 23a）和十三年 壺（圖 23b）；扶風强家一號墓出土的兩件圓壺（圖

23c），形制與十三年 壺非常相似，年代都應在西周中晚期之際。晉侯墓地 M92 出

土的晉侯僰馬圓壺（圖 23d），形態和紋飾都比上面幾件壺要早，可視爲其前身。71

見《從青銅器的演化試論西周前後期之交的禮制變化》，《周原遺址與西周銅器研究》，頁 99。

69 翼城大河口 M1017 出土酒器較多，如尊、卣、觚都是三件，爵甚至多達七件。該墓以及年代更早

的大河口 M1 隨葬鼎、簋和酒器的數量都遠遠超過同時期的同等級墓葬，應該是該家族的一種特

殊傳統。而且該墓隨葬的尊（M1017:21）、卣（M1017:16）形制、紋飾均類似昭穆時器，應爲

前代遺留之物。

70 懿王時仍有趩尊、吴方彝等器，匡卣（《集成》05423）銘文出現“懿王”，應爲孝王時器。張家

坡 M163 出土尊、卣蓋、爵等酒器，由同出的井叔叔採鐘，發掘者推斷其墓主爲井叔夫人，與

其配對的 M157 爲井叔叔採墓，並將兩墓年代定於張家坡墓地的第三期，即共懿孝時期，參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張家坡西周墓地》（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 年），頁

153—161、368。朱鳳瀚進一步將兩墓下葬年代定於孝夷時期，參見《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

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年），頁 664，其説可從。但 M163 出土的尊、卣形制均較

早，應爲前代遺留之物。晉侯墓地 M8 也出土一件爵，該墓下葬年代可能已到宣王時，發掘者認

爲此爵爲前代之物，參見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赵晋侯墓

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 年第 1 期，頁 16、18。另外，莊白一號窖藏出土的 爵（《集成》

08916—08917、09070），年代在西周中晚期之際，在目前能夠準確斷代的西周銅爵中年代最晚。

71 另外晉侯墓地 M33 和 M91 各出土一件晉侯僰馬方壺，原應爲一對，與僰馬圓壺形態、紋飾相近，

亦可視爲西周晚期方壺的前身。晉侯墓地 M91、M92 墓主一般認爲是晉侯喜父（靖侯宜臼）夫婦，

M33、M32 墓主一般認爲是晉侯僰馬（厲侯福）夫婦，前者的下葬年代約在西周中晚期之際，後

者則在西周中期後段，但應晚於横水 M1、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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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現成套的銅制明器。横水 M1 隨葬兩套盤、盉，其中一套製作極爲粗

劣，顯然是專門爲隨葬製作的明器。該墓出土的鼎、簋也有幾件做工粗糙，似非實

用器（圖 21）。穆王時期的扶風齊家 M19、87 張家坡 M1 等墓葬已出土成套陶禮器，72

但隨葬成套銅制明器的現象還没有發現，而到西周晚期隨葬銅明器已非常普遍。另

外，横水 M1 出土銅簋中，製作粗劣的幾件均爲前期流行的侈口簋，而代表當時新

式樣的倗伯爯簋則是實用器。模倣當時已不流行的早期器形，也是西周晚期銅明器

的一個特點。

（6）編鐘數目增加，倗伯夫婦墓與 伯墓級别相當，但編鐘由三件增加到五

件。

下葬於西周中晚期之際的高等級墓葬，目前已公佈資料且組合完整的，僅有扶

風强家一號墓一例。此墓隨葬四件圓鼎、五件簋、两件圓壺、一甗、四鬲、一盤、

一盉（圖 23c、圖 24）。73 其銅器組合與恭懿時期的同等級墓葬相比，最重大的變化

就是尊、卣、爵、觶等酒器徹底消失，而代之以成對的圓壺；其次是出現了一套大

小、形制、紋飾完全相同的銅鬲，其數目與鼎數相同。除了没出現形制相同、大小

相次的奇數“列鼎”外，强家一號墓的銅器組合形式已與西周晚期非常接近。相比

之下，恭懿時期墓葬的銅器組合雖然已經開始向西周晚期過渡，但總體上仍與西周

中期前段（昭穆時期）更爲接近。

器物形制方面，以鼎、簋兩個主要器類的變化最能説明問題。恭懿時期的圓

鼎仍然延續了昭穆時期開始流行的垂腹、柱足（或半柱足）、圜底或近平底的風格。

雖然在傳世和流散銅器中已經出現申鼎（圖 5）、利鼎（圖 13b）這樣接近西周晚期

風格的鼎，但目前在墓葬資料中還没有發現。扶風强家一號墓所出的四件圓鼎（圖

24a-d），仍然是前一階段流行的垂腹淺圜底半柱足鼎，並没有出現西周晚期常見的

半球腹或垂腹蹄足鼎。另外，晉侯墓地 M1 被盜流散的晉侯 盨（《銘圖》05630、

05647—05650，圖 19a）、晉侯 鼎（《銘圖》02332）、晉侯 鋪（《銘圖》06153，

圖 25b）均爲西周晚期風格，而出土於 M92 的另一件晉侯 鼎（《銘圖》02232，圖

72 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扶風齊家十九號西周墓》，《文物》，1979 年第 11 期，頁 1—11；中國社

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隊：《1987、1991 年陝西長安張家坡的發掘》，《考古》，1994 年第 10 期，

頁 903。

73 周原扶風文管所：《陝西扶風强家一號西周墓》，《文博》，1987 年第 4 期，頁 5—20；曹瑋主編：

《周原出土青銅器》第八卷（成都：巴蜀書社，2005 年），頁 1730—1777，第九卷，頁 1790—

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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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a）爲半球腹、蹄足、附耳、口沿下飾一周横鱗紋，更是西周晚期常見的形式。但

是 M1 被盜追繳的一件圓鼎卻是垂腹柱足、上腹飾一周弦紋（圖 25c），M2 也出土

了一件相似的圓鼎（M2:10）。74M1 墓主“晉侯 ”，學者多認爲即《史記·晉世家》

記載的厘侯司徒，其在位時間大約與“共和”同時。即使認爲《晉世家》的年代記

載有誤，晉侯 的在位時間恐怕也不會早於厲王。可見半球腹或垂腹蹄足鼎取代垂

腹柱足鼎的過程，直到西周中晚期之際還没有最後完成。

恭懿時期墓葬所見銅簋也仍然以侈口圈足簋爲主，但器形有趨於矮扁化的趨

勢，在簋的圈足下添加小足的風格開始流行。除了在侈口圈足簋下添加小足外，新

出現的形制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倗伯爯簋、應侯爯簋爲代表的直口（子母口）垂

腹簋，一種是以横水 M2:62 爲代表的斂口鼓腹瓦紋簋（圖 26a）；而後者除去圈足下

的小足後，其造型、紋飾與恭懿時期的師虎簋（圖 2b）、豆閉簋等器幾乎全同。臺

北“故宫博物院”藏遹簋（《集成》04207、《銘圖》05237，圖 26b）與横水 M2:62

器形、紋飾都很相似，唯圈足下三小足較高，説明其年代可能略早於後者；遹簋銘

文中出現“穆王”，支持“王號生稱説”的學者多定爲穆王標準器，但如果將“穆

王”看作謚號，則此器的製作年代已到恭王初年，與類型學分析的結果相符。斂口

鼓腹帶蓋的圈三足簋是西周中期後段至西周晚期最爲常見的一類簋，其耳部有半環

形耳和獸首銜環耳兩種，三小足在西周中期後段多作圓柱或方柱狀（圖 24e-f），從

西周中晚期之際開始多作獸爪或象鼻狀。而師虎簋、豆閉簋這類不帶小足的斂口圈

足簋在西周中期後段也相當多見。應該注意到，斂口全瓦紋簋在昭穆時期就已出

現，其代表有賢簋（《集成》04104—04105，《銘圖》05070—05071）、 簋（《集成》

04192—04193、《銘圖》05180—05181）、 簋（《集成》04194、《銘圖》05204），

以及可能從晉侯墓地 M114 流出的晉侯簋（《銘圖》04736—04737，圖 26c）等。75

但昭穆時期的這類簋爲數不多，耳部爲半環形耳或附耳，未見獸首銜環耳，圈足下

亦未見三小足。直到恭懿之際，斂口圈三足簋在墓葬中也只是個别發現，侈口圈足

簋仍是主流，横水倗伯夫婦墓就是顯例（圖 21）。而在强家一號墓出土的五件簋中，

74 北京大學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2 年春天馬——曲村遺址墓葬發掘報告》，《文物》，

1993 年第 3 期，頁 20、26。

75 晉侯墓地 M114 出土的一件簋（M114:219）與流散的兩件晉侯簋形制、紋飾、體量基本相

同，可見那兩件晉侯簋很可能是 M114 被盜流出的。M114 墓主一般認爲是晉侯燮父，其夫人

墓 M113 還出土一件瓦紋圓鼎（M113:57）。參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

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六次發掘》，《文物》，2001 年第 8 期，頁 4—21。該簡報將兩墓

下葬年代定爲西周早中期之際，其説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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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件斂口圈三足簋（圖 24e-f），其中兩件爲半環形耳，兩件爲獸首銜環耳；唯

一一件侈口圈足簋（圖 24g）製作粗劣，似爲明器。可見斂口圈三足簋取代侈口圈

足簋而成爲主流，應該發生在恭懿以後，在西周中晚期之際已接近完成，似乎比鼎

的變化略早。

此外，穆王時期墓葬所出銅鬲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延續西周早期風格的帶立耳

或附耳的分襠鬲，一種是新出現的倣陶器風格的無耳平沿、器身飾繩紋的聯襠鬲。

恭懿時期墓葬中，前一種鬲已極少見，後一種鬲成爲主流，後來發展爲西周晚期流

行的寬平沿弧襠鬲（圖 24h）。恭懿時期墓葬中出土的甗，體形比昭穆時期顯得更寬

矮。昭穆時期四足盉比較常見，恭懿時期則基本不見四足盉，多爲三足，且體型更

爲低矮。昭穆時期的盤多數雙耳低於口沿，而恭懿時期雙耳高於口沿者已很普遍。

紋飾風格方面，穆王時期雖然素面加弦紋或小紋飾帶的“素樸”風格已佔上

風，但西周早期延續下來的繁縟華麗的“滿花”風格仍然多見。而到恭懿時期，“素

樸”風格幾乎一統天下，“滿花”之器變得極爲少見。穆王時期，西周早期盛行的

獸面紋、方格乳釘紋、勾連雲雷紋等紋飾仍時有所見，而到恭懿時期這些紋飾則已

基本绝跡。康昭之際開始出現的垂冠華麗大鳥紋到穆王時期達於極盛，而到恭懿時

期僅有少量遺留。76 穆王時期作爲小紋飾帶的主要是長尾小鳥紋和“S”形顧首龍紋，

恭懿時期除了延續這兩種紋飾外，還增加了“W”形顧首龍紋（圖 16-17）和各式

竊曲紋。尤其是由獸面紋、夔龍紋、鳥紋演變而來的各式竊曲紋，在穆王時期非常

少見，而在恭王早期的長甶墓銅器中已佔相當比重，後來更發展爲西周晚期的主流

紋飾。瓦紋在穆王時期還很少見，且集中於全瓦紋斂口圈足簋一種器形。到恭懿時

期，除全瓦紋簋外，還出現了將瓦紋作爲主體紋飾配置於蓋面和腹部，竊曲紋、小

鳥紋等作爲輔助紋飾帶配置於蓋緣和口沿下的斂口圈足簋或圈三足簋，日後發展爲

簋類的主流。强家一號墓出土的四件斂口圈三足簋均屬此類（圖 24e-f）。但在强

家一號墓銅器上充當小紋飾帶的仍然是夔龍紋和小鳥紋，雖然這些紋飾已經高度簡

化，與竊曲紋接近，但仍能辨認出龍和鳥的形象（圖 27a-d）。直到西周晚期前段的

南宫柳鼎（《集成》02805、《銘圖》02463）和晉侯 盨（《銘圖》05647—05650，

圖 27e）上，仍然裝飾著簡化的顧首龍紋。可見在紋飾方面，西周晚期的竊曲紋、

瓦紋、波帶紋、鱗紋（含重環紋）等抽象紋樣取代西周中期的龍紋、鳥紋等寫實紋

樣，同樣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76 目前所見恭懿時期飾大鳥紋的銅器只有 簋、師湯父鼎、申簋蓋等少數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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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恭懿時期的銅器與穆王時期相比，在器類、組合、器形、紋飾等各

方面都以繼承爲主；如果僅從“量”的角度來考察，新出現的因素所佔比重並不大，

這也是很多學者在對西周銅器進行分期時將穆、恭兩代劃入同一期的主要原因。77 但

如果考慮到“質”的層面，穆恭之際發生的變化就绝對不容忽視。越來越多的新出

土資料顯示，恭王時期的青銅器已經開始出現很多西周晚期的典型特徵，而這些特

徵在穆王時期還没有發現或僅有萌芽。如果將恭、懿、孝、夷時期視爲西周青銅器

從前期向後期演變的過渡期，那麽恭王時期無疑已經開啓了這一過渡期的大門。早

在 20 世紀 60 年代，郭寶鈞就以灃東普渡村長甶墓爲界標，以穆王末葉爲分界將西

周銅器群的風格分爲前後兩期，78 可謂極富遠見。本節首先使用“標準器斷代法”，

通過銘文繫聯和分組總結出恭王時期的典型銅器群，然後通過對墓葬出土資料的考

古學分析，揭示出恭懿時期銅器具有承前啓後的特點，兩種研究方法取得的結論基

本一致。如果在銅器斷代研究中考慮到恭王銅器“承前”的一面，就不必因爲器形、

紋飾帶有“穆王色彩”而將廿七年裘衛簋、廿四年 簋等器提前到穆王時。同時，

認識到恭王銅器“啓後”的一面，利鼎、申鼎等帶有明顯晚期風格的銅器出現於恭

王時期，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囿於以往的成見，或僅僅爲了牽合金文曆譜，

而將 簋、虎簋蓋、作册吴盉等銅器提前至穆王時，就會導致穆王銅器出現早晚各

期因素混雜並行的混亂局面。這不僅不符合考古類型學的普遍規律，也與穆王時期

墓葬資料呈現的整體面貌相去甚遠。

三、對“西周晚期禮制改革”的一點思考

前文通過對新出恭王時期銅器的分析，以及對穆王和恭懿時期銅器組合與風格

77 盧連成、胡智生和朱鳳瀚都將西周“第三期”定爲穆恭時期（但其第一、二期的内涵並不相同），

參見盧連成、胡智生編：《寶雞 國墓地》，頁 513—521；朱鳳瀚：《古代中國青銅器》，頁 766—

770，這一看法在新版的《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一書中得到繼承，

見該書頁 1284—1301。曹瑋則將周原出土西周銅器分爲五組，其中前三組爲“前期”，四、五組

爲“後期”，恭王以前屬於前期，懿孝以後屬於後期，參見《周原遺址與西周銅器研究》，頁 33—

35。早在 20 世紀 60 年代，唐蘭就根據眉縣出土的盠器群將西周銅器分爲前後兩期，恭王被歸入

前期，參見唐蘭《〈青銅器圖釋〉敘言》，《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 年），

頁 99—112。

78 郭寶鈞：《商周青銅器群綜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年），頁 44。另外，李豐將西周銅

器墓葬分爲六期，其中穆王前後爲第四期，恭懿以後至夷厲之間爲第五期，同樣是著眼於穆恭之

間的差異，參見李豐：《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銅禮器的分期與年代》，《考古學報》，1988 年第

4 期，頁 396—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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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較，進一步認定虎簋蓋、作册吴盉、裘衛簋、 簋等紀年高於“二十三年”的

銅器均應爲恭王時器，因此我對恭王紀年應在 30 年以上的假説有了更充分的信心。

如前文所論，十二年走簋和永盂均應爲懿王器，故懿王在位至少有 12 年。而目前

學者普遍定於孝夷時期的銅器，還有七年牧簋、六年宰獸簋、五年師 簋等。因

此即使採取最保守的估計，西周中期後段即恭、懿、孝、夷四王的積年也在 50 年

以上。79 如果將十三年 壺也納入孝夷時期，這一積年更可增加到 60 年以上。這一

時期幾乎佔據整個西周王朝的五分之一，其在西周歷史和考古上的重要地位不容忽

視。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外學者不約而同地注意到西周晚期青銅器在組合、形

制、紋飾等各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有學者甚至將其稱爲“禮制改革”或

“禮制革命”。80 傑西卡·羅森（Jessica Rawson）將上述變化總結爲五點：

（1） 從商代繼承下來的古代飲酒器逐漸消失，包括爵、角、觚、觶，以

及在西周曾十分流行的盛酒器卣和尊。

（2）引入新的器物，包括大型壺、豆、盨、簠和匜。

（3） 引入舊器物的新形式，包括直棱紋簋、水平瓦紋簋、飾以條紋的平

沿鬲、鎣。最後三種器物是由陶器器形發展而來。

（4）從南方引進了帶有管柄的新型樂器：鐘。

（5） 完全相同的鼎或簋組成九鼎八簋（或七鼎六簋等等）的組合，用於

表明等級。�1

曹瑋也表達了類似看法。82 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還補充了很重要的一

79 “夏商周斷代工程”擬定的西周金文曆譜，將恭王紀年定爲 23 年，懿王 8 年，孝王 6 年，夷王 8
年（《夏商周斷代工程 1996—2000 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頁 36），合計 45 年，比我的估計

要短得多。近年新見的畯簋（《銘圖》05386，器形未見）銘文紀年爲“十年”，出現“朕丕顯考

龏（恭）王”之語，無疑是懿王標準器，已經打破了“工程”所定懿王紀年。

80 參見 Jessica Rawson,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1990）, vol.ⅡA, 96-111；傑西卡·羅森：《是政治家、還是

野蠻人？——從青銅器看西周》《西周青銅器鑄造技術革命及其對各地鑄造業的影響》，參見傑西

卡·羅森：《祖先與永恒——傑西卡·羅森中國考古藝術文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1 年），頁 38—43、52—54；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有關西周晚期禮制改革及

莊白微氏青銅器年代的新假設：從世系銘文説起》，收入臧振華編：《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

研究》（臺北：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 年），下册，頁 651—676。

81 傑西卡·羅森：《祖先與永恒——傑西卡·羅森中國考古藝術文集》，頁 53。

82 曹瑋：《從青銅器的演化試論西周前後期之交的禮制變化》，見《周原遺址與西周銅器研究》，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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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幾何紋飾代替以動物紋飾爲主的肖形紋飾，反映人們對商代以來流行的花紋在

禮制上的功用已刮目相看，對禮器的内涵也有了全新的解釋。83

至於這一“禮制改革”發生的時間，羅森和羅泰兩位學者都定於西周中晚期之

際，84 其重要標誌就是莊白一號窖藏中的 組器。羅泰將 器的年代定爲西周晚期，

認爲它們是“禮制改革”之後的産物。85 曹瑋則將穆恭以前劃分爲西周前期，懿孝以

後劃分爲西周後期，認爲主要的變化發生在恭懿之際。86 雖然對年代的判斷不盡相同，

但他們都將這一“改革”視爲短時間内發生的“突變”。羅森更主張這一變革是靠

來自上層的法令突然確立。

近年李峰對此提出不同意見，他認爲“並没有任何文字證據可以證明曾經有過

一次作爲社會變革項目而被一個或多個主體所策劃並實施的‘改革’”，所謂“禮制

改革”應該是“更加廣泛的社會政治轉變中的一個小組成部分”。87 而根據本文的分

析，西周青銅器的這一重大變革大約自穆恭之際已經啓動，至夷厲之際基本完成，

横跨整個西周中期後段，至少五六十年的時間，應該説是一場“漸變”而非“突變”。

從這一點上説，我更加贊同李峰的看法。過去學者之所以形成“突變”的印象，是

因爲西周中期後段的考古發掘資料過於匱乏，以至於西周中期前段（昭穆時期）與

西周晚期之間出現一個明顯的斷層。而近年不斷湧現的新材料正在逐漸填補這一斷

層，證明很多原先被認爲是西周晚期才出現的新器形、新紋飾，其實早在恭懿時期

就已存在。

從銅器銘文看來，西周王朝的政治、經濟體制在穆恭之際發生了更爲顯著的變

化，最爲突出者可舉出以下幾點：

（1）“册命體制”的確立。陳夢家早就指出，右者與史官代宣王命的制度，只

91—106。

83 臧振華編：《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下册，頁 652。

84 羅森認爲變化發生在公元前 880 年前後，參見傑西卡·羅森：《祖先與永恒——傑西卡 · 羅森中

國考古藝術文集》，頁 38；羅泰則認爲是發生在公元前 850 年前後的厲王時期，見 Lothar von 
Falkenhausen，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1000-250 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CLA, 2006), 56-64。

85 雖然羅泰對微氏家族世系的解釋現在看來不盡合理（參見韓巍：《重論西周單氏家族世系——兼談

周代家族制度的一些問題》，收入朱鳳瀚主編：《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頁 184—186），但他對

器年代的判斷是準確的。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於認爲 器的主體應在厲王時期。

86 曹瑋：《周原遺址與西周銅器研究》，頁 91。

87 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年），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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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到恭王時才具體見於銘文；白川静也認爲，廷禮册命的定型到恭王時期才完成。88

伴隨著册命銘文走向定型，西周王朝在朝廷禮儀、官員任免與升遷、等級制度，以

及相應的命服制度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完整、複雜的體系，我稱之爲“册命體制”。89

可以説，恭王以後的西周王朝政治完全建立在“册命體制”的基礎之上。90

（2）“世族政治”的出現。與“册命體制”建立幾乎同時，少數世家大族壟斷

了册命儀式中的“右者”之位，把持了朝廷大權，其中最爲顯赫的是井氏、益氏、

榮氏三大家族。這種我稱之爲“世族政治”的政治形態從恭王開始一直延續到厲王

時期，因“國人暴動”的激烈衝突而告終。91“世族政治”帶來了世家大族的繁榮和

分衍，很多家族的小宗旁支在西周中期後段别族而出，如井氏之分出“井叔氏”、虢

氏之分出“虢叔氏”，都是在恭王時期。92

（3）王權的衰微。史載“懿王之時，王室遂衰”（《史記·周本紀》）。其後孝王

以懿王之叔的身份即位，是西周史上唯一非“父死子繼”的繼承。孝王死後，“諸

侯”復擁立懿王太子燮，是爲夷王。孝夷兩代的王位繼承危機應該是導致王權衰

落、世族坐大的重要原因。西周中期後段的册命銘文中，周王經常屈尊到世家大族

的宗廟或宫室主持册命，也顯示出“世族政治”對王權的擠壓。

（4）對外政策轉向消極。昭穆時期屢見於金文的對外徵伐，在恭懿時期銷聲匿

跡，孝夷時期也只見史密簋（《銘圖》05327）、五年師 簋等少數幾例涉及對外戰

争的銘文。戰争不僅是王室補充經濟資源和提高自身權威的最佳途徑，廣大中小貴

族也可利用參戰之機建功立業，獲得晉升和賞賜。戰争的绝跡不僅是周王朝國力衰

弱的結果，也與王權不振和對外政策的消極密切相關。

（5）周王朝政治和禮儀中心的轉移。昭穆時期，周王經常在“ 京”舉行祭祀、

大射、捕魚等典禮。而到恭王時期，這類典禮從銅器銘文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

88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頁 401；白川静：《金文通釋》卷六《西周史略》（京都：白鶴美術館，

1980 年），頁 87。

89 韓巍：《册命體制與世族政治——西周中晚期王朝政治解析》，收入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編：

《九州學林》，2011 年春季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2—31。

90 白川静指出，周初至昭穆時期爲西周史之前期，以在“ 京”舉行的“辟雍禮儀”爲標誌；恭王以

後爲西周史之後期，以“廷禮册命”爲象徵，見《金文通釋》卷六，頁 81—91。這一論斷抓住了

西周史分期的關鍵。

91 “國人暴動”的性質，我認爲是大族與厲王之間的矛盾所造成的内亂，詳見韓巍：《册命體制與世族

政治——西周中晚期王朝政治解析》，頁 21—24。

92 參見韓巍：《 簋年代及相關問題》，頁 166—169；《周原强家西周銅器群世系問題辨析》，《中國歷

史文物》2007 年第 3 期，頁 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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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地（或“成周”“宗周”）的王室宫廟以及别都離宫中舉行的册命和賞賜儀式。

“奠（鄭）”和“五邑”的興起也很值得注意。

（6）土地制度的變化。西周時期爲數不多的幾篇涉及土地交换的銘文，如倗生

簋（《集成》04262—04265）、五祀衛鼎、九年衛鼎、衛盉等，年代均集中於恭懿時期，

其意義學者已多有闡發。在裘衛諸器銘文中，對土地争議做出裁決的是幾位出身大世

族的卿士，周王則完全缺席，可見經濟制度變化的背後仍然是“世族政治”的陰影。

以上六個方面可視爲環環相扣的六個環節，其中第一、二環節是關鍵。可以

説，西周中期後段的王朝政治是以“世族政治”爲内核，而以“册命體制”爲其外

在的制度保障。所謂“禮制改革”，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出現的。穆王之後，

周王朝國力衰退，無法通過對外戰争獲取新的資源。在資源日益匱乏的前提下，只

有通過調整分配模式才能緩解貴族社會的内部矛盾。“册命體制”正是適應這一需

要而産生，它以官職世襲保障了貴族的既得利益，以制度化的任命和升遷保證大多

數成員擁有相對合理的上升空間，以右者與受命者之間的從屬關繫建立起世族之間

的政治網絡，以複雜嚴密的命服制度象徵貴族社會的等級秩序。同時，“册命體制”

用象徵性的命服取代了西周前期如金、貝、土地之類實質性的賞賜，這也是適應資

源匱乏的一種舉措。可以説，“册命體制”的主要作用就是盡可能排除王權的影響，

在大世族主導下，由貴族階層自主、自足地完成資源配置，並將這種分配模式固定

爲一種政治秩序。

西周中晚期之際最終建立的新禮器制度，以成套化、等級化爲主要特徵，正是

這一貴族社會新秩序的物化表現。而禮器上鑄造的長篇册命銘文，也以家族集體記

憶的形式反復强化這種秩序。同時，禮器形態和紋飾的簡樸化，一方面反映了其功

能由宗教向人事的轉移，另一方面大大節省了原料和工藝的消耗，使更多的貴族能

够在資源緊張的條件下負擔起與其等級身份相稱的禮器配置。93 因此，西周中期後段

的“禮制改革”，某種程度上可視爲“册命體制”和“世族政治”的直接産物。這

一變革肇始於穆恭之際，與“册命體制”和“世族政治”同步發展，在後兩者達於

93 羅泰曾推測“禮制改革”的原因，認爲西周中期貴族階層人口激增，出現大量分宗立氏的現象，同

時可供分配的資源卻日益匱乏。貴族階層爲了調整内部關繫，迫切需要建立嚴格的等級秩序，西

周晚期等級化、系統化的禮器制度正是這一等級秩序的體現。而西周晚期銅器往往製作簡單粗

糙，這與大批新獨立的世族需要製造新禮器有關。參見羅泰：《有關西周晚期禮制改革及莊白微氏

青銅器年代的新假設：從世系銘文説起》，收入臧振華編：《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頁

670—673。其論點與我的認識基本相合，也給予我很大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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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盛之時最終完成。隨後出現的厲王集權、“國人暴動”和“宣王中興”，摧毀了“世

族政治”格局，使“册命體制”趨於瓦解。94 經過厲宣之際和幽平之際的兩場大内亂，

宗周傾覆，周室東遷，王綱解紐，不知有多少家族和邦國在歷史的驚濤駭浪之中歷

經興衰沉浮。然而“禮制改革”的成果——西周晚期的禮器制度卻得以繼續發展，

一直延續到春秋中期。究竟是何種力量，在摧毀西周王朝權力結構的同時，仍然維

繫着貴族社會的基本秩序？這仍是需要我們繼續思考的問題。

（附記：本文初稿完成於 2013 年 9 月，同年 10 月 19—20 日在上海復旦大學召

開的“簡帛文獻與古代史”學術研討會暨第二届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和 2014 年 4

月 25—26 日在天津南開大學召開的首届“古史新鋭南開論壇”上宣讀。此次正式

發表前做了較大幅度的修改並補配了插圖。在此對兩位審稿專家的寶貴意見和來國

龍、崎川隆兩位先生的熱情幫助，謹致謝意。）

94 參見韓巍：《册命體制與世族政治——西周中晚期王朝政治解析》，頁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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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版

圖 1a  作册吴盉器形，西周中期（恭王），通高 20.5 釐米、口徑 20.5 釐米、

通長 47 釐米，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朱鳳瀚主編：《新出金文與西周歷

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書前彩版。

圖 1b  作册吴盤器形，西周中期（恭王），通高 12 釐米、口徑 45 釐米、兩

耳間距 58 釐米，私人收藏。吴鎮烽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

（下簡稱吴鎮烽編：《銘圖》），册 25，頁 566。

圖 2a  吴方彝蓋器形，西周中期（懿王），高 8.2 釐米、口縱 13.5 釐米、口

横 16.3 釐米，上海博物館藏。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篇》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頁 382。

圖 2b  師虎簋器形，西周中期（懿王），通高 15.2 釐米、口徑 23.9 釐米，上

海博物館藏。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篇》，頁 282。

圖 2c  師 簋蓋器形，西周中期（恭懿之際），高 7.2 釐米、口徑 19.5 釐米，

陝西省武功縣南仁鄉北坡村出土，陝西歷史博物館藏。吴鎮烽編：《銘

圖》，册 12，頁 60。

圖 3  簋器形及銘文，西周中期（恭王），通高 13.7 釐米、口徑 21 釐米，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吴鎮烽編：《銘圖》，册 11，頁 434—435。

圖 4a  尚盂器形，西周中期（穆恭之際），尺寸不詳，山西省翼城縣大河口

西周墓地 M1017 出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吴鎮烽編：《銘圖》，册

13，頁 457。

圖 4b  天盂器形，西周晚期，通高 48.5 釐米、口徑 56.6 釐米，陝西省眉縣

楊家村西周銅器窖藏出土，寶雞青銅器博物館藏，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等：《吉金鑄華章——寶雞眉縣楊家村單氏青銅器窖藏》（北京：文物

出版社 2008 年），頁 214。

圖 5  申鼎器形及銘文，西周中期（恭懿之際），通高 31.5 釐米、口徑 36.5

釐米，私人收藏。吴鎮烽編：《銘圖》，册 5，頁 272—273。

圖 6a  大鼎器形，西周晚期（厲王），通高 31.6 釐米、口徑 38 釐米，臺北“故

宫博物院”藏。吴鎮烽編：《銘圖》，册 5，頁 322。

圖 6b  大鼎器形，西周晚期（厲王），通高 39.7 釐米、口徑 38.7 釐米，故宫

博物院藏。吴鎮烽編：《銘圖》，册 5，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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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c   大簋蓋器形，西周晚期（厲王），高 7.5 釐米、口徑 20.4 釐米，中國

國家博物館藏。吴鎮烽編：《銘圖》，册 12，頁 77。

圖 7a  伯申簋器形，西周中期（恭懿時期），通高 19.3 釐米、口徑 19.2 釐米，

私人收藏。吴鎮烽編：《銘圖》，册 11，頁 23。

圖 7b-c  伯句簋器形及銘文，西周中期（恭懿時期），通高 19 釐米、口徑 18.8

釐米，私人收藏。吴鎮烽編：《銘圖》，册 10，頁 339。

圖 8a  殷簋器形，西周中期（恭懿時期），通高 22 釐米、口徑 18 釐米，陝

西省耀縣丁家溝出土，陝西歷史博物館藏。吴鎮烽編：《銘圖》，册

11，頁 455。

圖 8b  爯簋器形，西周中期（恭懿時期），通高 22.5 釐米、口徑 18 釐米，河

南省平頂山市滍陽鎮北滍村應國墓地出土，保利藝術博物館藏。《保

利藏金》（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9 年），頁 74。

圖 8c  倗伯爯簋器形，西周中期（恭王），通高 22 釐米、口徑 15.8 釐米，山

西省绛縣横水鎮横北村西周墓地 M1 出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吴

鎮烽編：《銘圖》，册 11，頁 234。

圖 9  五年師 簋器形，西周中期（孝夷時期），通高 23 釐米、口徑 18.7 釐

米，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馬王鎮張家坡西周銅器窖藏出土，陝西歷史

博物館藏。《中國青銅器全集》卷五（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

頁 60。

圖 10  虎簋蓋器形及銘文，西周中期（恭王），高 1.9 釐米、口徑 23.5 釐米，

陝西省丹鳳縣西河鄉山溝村出土，商洛博物館藏。吴鎮烽編：《銘圖》，

册 12，頁 205—206。

圖 11  召簋器形及銘文，西周中期（恭懿之際），尺寸不詳，私人收藏。吴

鎮烽編：《銘圖》，册 11，頁 273—274。

圖 12a  裘衛簋器形，西周中期（恭王），通高 25 釐米、口徑 22.9 釐米，陝西

省岐山縣京當鄉董家村西周銅器窖藏出土，岐山縣博物館藏。曹瑋主

編：《周原出土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2005 年），卷二，頁 324。

圖 12b  輔師 簋器形，西周中期（孝夷时期），通高 15.2 釐米、口徑 21.8 釐

米，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五星鄉兆元坡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中國青銅器全集》，卷五，頁 58。

圖 12c  師 簋器形，西周晚期（厲王），通高 23.1 釐米、口徑 21.5 釐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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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博物館藏。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篇》，頁 445。

圖 13a  簋器形，西周中期（恭王），通高 19.5 釐米、口徑 22 釐米，中國國

家博物館藏。吴鎮烽編：《銘圖》，册 12，頁 118。

圖 13b  利鼎器形，西周中期（恭懿之際），通高 36 釐米、口徑 37 釐米，首

都師範大學歷史博物館藏。吴鎮烽編：《銘圖》，册 5，頁 293。

圖 13c  師 父鼎器形，西周中期（恭懿之際），通高 26 釐米、口徑 24.9 釐米，

上海博物館藏。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篇》，頁 235。

圖 14  吕簋器形及銘文，西周中期（恭懿之際），尺寸不詳，私人收藏。吴

鎮烽編：《銘圖》，册 11，頁 341—342。

圖 15  旂伯簋器形及銘文，西周中期（穆王），通高 14.5 釐米、口徑 23 釐米，

私人收藏。吴鎮烽編：《銘圖》，册 11，頁 101—102。

圖 16  簋器形及銘文，西周中期（恭懿時期），尺寸不詳，中國國家博物

館藏。吴鎮烽編：《銘圖》，册 11，頁 344—346。

圖 17a  同師簋器形，西周中期（恭懿時期），通高 18.2 釐米、口徑 18.9 釐米，

臺北“故宫博物院”藏。吴鎮烽編：《銘圖》，册 9，頁 303。

圖 17b  簋器形，西周中期（恭王），尺寸不詳，東京書道博物館藏。吴鎮

烽編：《銘圖》，册 11，頁 453。

圖 18a-b  由鼎器形及銘文，疑爲僞器，通高 23.2—23.5 釐米、口縱 16.5 釐米、

口横 19.9 釐米，私人收藏。吴鎮烽編：《銘圖》，册 5，頁 295—296。

圖 18c  由盨蓋銘文，疑爲僞器，尺寸不詳，私人收藏。吴鎮烽編：《銘圖》，

册 12，頁 448。

圖 19a  晉侯 盨器形，西周晚期，通高 22.2 釐米、口横 26.7 釐米、口縱 20

釐米，山西省曲沃縣曲村鎮北趙晉侯墓地 M1 出土，上海博物館藏。

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篇》，頁 495。

圖 19b  召伯虎盨器形，西周晚期，通高 21 釐米、口横 23.3 釐米、口縱 16.7

釐米，河南省洛陽市東郊 C5M906 西周墓出土，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藏。吴鎮烽編：《銘圖》，册 12，頁 236。

圖 19c  應侯盨器形，西周晚期，通高 23.8 釐米、口横 22.6 釐米、口縱 15.8

釐米，河南省平頂山市滍陽鎮北滍村應國墓地出土，上海博物館藏。

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篇》，頁 506。

圖 20  倗叔壺器形及銘文，器身疑爲僞作，通高 32.5. 釐米、口徑 7.2 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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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徑 13 釐米，私人收藏。吴鎮烽編：《銘圖》，册 22，頁 320—321。

圖 21  山西绛縣横水鎮横北村西周墓地 M1 出土青銅器，中國國家博物館

“古代中國”陳列。

圖 22a  應侯爯盨器形，西周中期（穆恭之際），通高 22.4 釐米、口横 28.8 釐

米、口縱 19.8 釐米，河南省平頂山市滍陽鎮北滍村應國墓地 M84 出

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吴鎮烽編：《銘圖》，册 12，頁 385。

圖 22b  倗伯盆器形，西周中期（穆恭之際），高 12.5 釐米、口徑 19.8 釐米、

底徑 13 釐米，山西省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 M1017 出土，山西省考

古研究所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編：《呦呦鹿鳴——燕國公主眼中的

霸國》（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 年），頁 119。

圖 22c  微 盆器形，西周中晚期之際，通高 25.3 釐米、口徑 40 釐米，陝西

省扶風縣法門鎮莊白村一號西周銅器窖藏出土，寶雞市周原博物館

藏。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卷四，頁 773。

圖 23a  三年 壺器形，西周中晚期之際，通高 65.2 釐米、口徑 20.3 釐米，

陝西省扶風縣法門鎮莊白村一號西周銅器窖藏出土，寶雞市周原博物

館藏。《中國青銅器全集》，卷五，頁 136。

圖 23b  十三年 壺器形，西周中晚期之際，通高 59.9 釐米、口徑 16.8 釐米，

陝西省扶風縣法門鎮莊白村一號西周銅器窖藏出土，寶雞市周原博物

館藏。《中國青銅器全集》，卷五，頁 133。

圖 23c  圓壺器形，西周中期後段，通高 43 釐米、口徑 12.6 釐米，陝西省扶

風縣法門鎮强家村一號西周墓出土，寶雞市周原博物館藏。曹瑋主

編：《周原出土青銅器》，卷九，頁 1792。

圖 23d  晉侯僰馬圓壺器形，西周中期後段，通高 43.5 釐米、口徑 16 釐米，

山西省曲沃縣曲村鎮北趙晉侯墓地 M92 出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吴鎮烽編：《銘圖》，册 22，頁 152。

圖 24  陝西省扶風縣法門鎮强家村一號西周墓出土部分銅器器形，西周中期

後段，寶雞市周原博物館藏。

  a．夔紋鼎，通高 17.6 釐米、口徑 18 釐米，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

銅器》，卷八，頁 1732；

  b．竊曲紋鼎，通高 22.2 釐米、口徑 21.8 釐米，曹瑋主編：《周原出土

青銅器》，卷八，頁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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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弦紋鼎，通高 17.2 釐米、口徑 17.9 釐米，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

銅器》，卷八，頁 1737；

  d．弦紋鼎，通高 17.2 釐米、口徑 17 釐米，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

銅器》，卷八，頁 1740；

  e．夷伯夷簋，通高 21 釐米、口徑 17.5 釐米，曹瑋主編：《周原出土

青銅器》，卷八，頁 1752；

  f．伯幾父簋，通高 18.3 釐米、口徑 18.1 釐米，曹瑋主編：《周原出土

青銅器》，卷八，頁 1766；

  g．素面簋，通高 8.5 釐米、口徑 14.3 釐米，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

銅器》，卷八，頁 1777；

  h．鬲，通高 11.6 釐米、口徑 15.3 釐米，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

器》，卷八，頁 1744。

圖 25a  晉侯 鼎器形，西周晚期，通高 20.4 釐米、口徑 22.2 釐米，山西省

曲沃縣曲村鎮北趙晉侯墓地 M92 出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吴鎮

烽編：《銘圖》，册 4，頁 450 頁。

圖 25b  晉侯 鋪器形，西周晚期，通高 12.1 釐米、口徑 21 釐米，山西省曲

沃縣曲村鎮北趙晉侯墓地 M2 出土，臺北“故宫博物院”藏。吴鎮烽

編：《銘圖》，册 13，頁 403。

圖 25c  弦紋鼎綫圖，西周中晚期之際，通高 24.2 釐米、口徑 20 釐米，山西

省曲沃縣曲村鎮北趙晉侯墓地 M1 出土。《文物》，1993 年第 3 期，頁

20，圖二三。

圖 26a  瓦紋簋器形，西周中期（恭王前後），通高 18.3 釐米、口徑 18.4 釐米，

山西省绛縣横水鎮横北村西周墓地 M2 出土（編號 M2:62），山西省考

古研究所藏。《文物》，2006 年第 8 期，頁 16，圖三一。

圖 26b  遹簋器形，西周中期（恭王），通高 17.5 釐米、口徑 19 釐米，臺北“故

宫博物院”藏。吴鎮烽編：《銘圖》，册 11，頁 290。

圖 26c  晉侯簋器形，西周早中期之際，通高 16.2 釐米、口徑 19 釐米，疑爲

山西省曲沃縣曲村鎮北趙晉侯墓地 M114 出土，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

與藝術博物館藏。吴鎮烽編：《銘圖》，册 10，頁 9。

圖 27a-d  陝西省扶風縣法門鎮强家村一號西周墓出土銅器紋飾，西周中期後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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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夔紋鼎，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卷八，頁 1734；

 b. 夷伯夷簋，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卷八，頁 1754；

 c、d. 伯幾父簋，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卷八，頁 1768。

圖 27e   晉侯 盨紋飾，西周晚期，山西省曲沃縣曲村鎮北趙晉侯墓地 M2 出

土，上海博物館藏。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篇》，頁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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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簋器形及銘文，西周中期（恭王），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圖 4a   尚盂器形，西周中期（穆恭之際），尺寸不詳，山

西省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 M1017 出土，山西省

考古研究所藏。

圖 4b   天盂器形，西周晚期，通高 4�.5 釐米、口徑 56.6 釐

米，陝西省眉縣楊家村西周銅器窖藏出土，寶雞青

銅器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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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申鼎器形及銘文，西周中期（恭懿之際），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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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   殷簋器形，西周中期（恭懿

時期），陝西耀縣丁家溝出

土，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圖 �b   爯簋器形，西周中期（恭懿時期），

河南省平頂山市滍陽鎮北滍村應國

墓地出土，保利藝術博物館藏。

圖 �c   倗伯爯簋器形，西周中期（恭

王），山西省绛縣横水鎮横北

村西周墓地 M1 出土，山西省

考古研究所藏。

圖 9   五年師 簋器形，西周中期（孝夷時期），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馬王鎮張家坡西周銅器窖

藏出土，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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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吕簋器形及銘文，西周中期（恭懿之際），私人收藏。

圖 15   旂伯簋器形及銘文，西周中期（穆王），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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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簋器形及銘文，西周中期（恭懿時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圖 17a   同師簋器形，西周中期（恭懿時期），

臺北“故宫博物院”藏。

圖 17b    簋器形，西周中期（恭王），東京書道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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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倗叔壺器形及銘文，器身銘文（右 ) 疑爲僞作，私人收藏。

圖 21   山西绛縣横水鎮横北村西周墓地 M1 出土青銅器，中國國家博物館“古代中國”陳列。



328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第二輯）  2015

圖 22a   應侯爯盨器形，西周中期（穆恭

之際），河南省平頂山市滍陽鎮

北滍村應國墓地 M�4 出土，河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圖 22b   倗伯盆器形，西周中期（穆恭之

際），山西省翼城縣大河口西周

墓地 M1017 出土，山西省考古

研究所藏。

圖 22c   微 盆器形，西周中晚期之際，

陝西省扶風縣法門鎮莊白村一

號西周銅器窖藏出土，寶雞市

周原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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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三年 壺器形，西周中晚期之際，陝

西省扶風縣法門鎮莊白村一號西周銅器

窖藏出土，寶雞市周原博物館藏。

b. 十三年 壺器形，西周中晚期之際，陝西

省扶風縣法門鎮莊白村一號西周銅器窖藏出

土，寶雞市周原博物館藏。

c. 圓壺器形，西周中期後段，陝西省扶

風縣法門鎮强家村一號西周墓出土，寶

雞市周原博物館藏。

d. 晉侯僰馬圓壺器形，西周中期後段，山西

省曲沃縣曲村鎮北趙晉侯墓地 M92 出土，山

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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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夔紋鼎

b. 夷伯夷簋

d. 伯幾父簋

圖 27a-d  陝西省扶風縣法門鎮强家村一號西周墓出土銅器紋飾，西周中期後段。

圖 27e    晉侯 盨紋飾，西周晚期，山西省曲沃縣曲村鎮北趙晉侯墓地 M2 出土，上海博物館藏。

c. 伯幾父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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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consideration Inspired by the Newly Published 
Bronzes on the Hypothesis that King Gong’s Reign is 

Longer than 30 Years and the Transition of Bronz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Middle Western Zhou Dynasty 

Han Wei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discussion on some newly published bronzes, this thesis points out that 

some bronzes of the Middle Western Zhou Dynasty which have long reign records in their 

inscriptions, such as Lu Gui, Qiuwei Gui, Hu Guigai and Zuocewu He, should be dated 

under the reign of King Gong. Therefore, the reign of King Gong lasted for at least 30 

years. Using the Connecting Method, the author finds out the representative bronzes of 

King Gong, and divides them into 10 groups. After comparing the bronzes from excavated 

upper class tombs of King Gong-Yi and those of King Mu, the author also summarizes 

some significant new features of bronzes dating as King Gong on types, combinations, 

shapes and decorations, reflecting that King Gong’s reign w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great 

transition of bronzes from early Western Zhou to late Western Zhou. Disagreeing with the 

theory that there was a Ritual Reformation between the middle and late Western Zhou,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is great transition of bronz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middle Western 

Zhou was a long and enduring process lasting for at least 50 or 60 years, but not a “top-down 

revolution” completed in short time as researchers considered before.

Keywords: Western Zhou, Bronze, Dating Research, Chronology, King Gong, Ritual 
R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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